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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s Note 

To celebrate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reputedly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being 
launched in 1995) and presumably a model for later entrants into 
the field—its Editorial Board is happy to present four special 
thematic issues on the topic: “Intersection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交流與匯通：中港兩地翻譯研究的互動, 
beginning with the present issue. The Hong Kong Pei Hua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made a generous donation toward covering all the 
production and printing expenses incurred, and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wishes to express its special thanks, especially as 
the Foundation has sponsored a number of  publication ventures by 
the Society in the recent past.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admitted to research 
programs in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complemented by a 
reverse flow of  local graduates who pursued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and Macao. Upon graduation, many of  them have 
returned to work at their former places of  residence, while others 
have stayed. Such border-crossing is a notable phenomenon 
already. Considered overall, this new breed of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has brought new rigor to the discipline, while availing 
themselves of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available “elsewhere” in 
Chin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Hong Kong-based journal,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lation teachers in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or programs) of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is particularly laudable. One must not forget, of  course, 
that many of  these “local” teachers were trained in the Mainland 
to begi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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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reat interest are the changing trend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s 
seen in the work of  these recent graduates with their China and Hong 
Kong backgrounds. Will the number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pursuit 
of  their PhDs and postdoctoral degrees in Hong Kong continue to 
increase? What kind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are most favored by this 
cohort?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postgraduate translation education 
being offered by the six local institutions? How does the interflow of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impact 
fu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es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that may 
arise as the reader peruses the four special issues, which feature over a 
dozen articles by the new luminaries of  the field.

Readers of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may already have noticed a 
reshuffling of  Advisory Board membership beginning with Issue no. 
70, but a formal announcement is here in order. On the “Chinese” 
side, upon the retirement of  Mr. Cheng Yang-ping and Mr. Lai Tim-
cheong, whose contribution to the journal over the years we deeply 
appreciate, we have recruited the help of  two renowned scholars, 
Professor Xie Tianzhe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C) and Professor Yang Chengshu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With their ample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cope and reach of  the 
journal, and to being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s of  a world 
in which novel developments—Internet translation, fan translation, 
tradaptation, community translation and scanlation are what comes 
immediately to the mind—are reshaping the field.

Leo Chan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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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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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行為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以建國“十七年”時期的 

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為例 

倪秀華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 The Outwar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of the PRC (by NI Xiuhua)

The outwa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of the PRC occurred in the Cold War years, which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but conditioned the 
socialist practices of the newly-born Chinese nation-state,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initiated by China. This article first 
reveal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genda behind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y situating them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milieu. Then it probes into the 
patronag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in Beij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polic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movement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建國初期的國家新使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一個主權民族

國家的獨立，同時也昭示著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殖民外侵和內戰紛

爭的戰火的停熄。民族的解放給這個飽受戰爭噬虐的國家帶來無限生

機。李澤厚在解釋五十年代初中國“解放”一詞的社會含義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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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恢復，政治清明，秩序穩定，人民團結，社會風尚和道德水

準顯著提高。這是充滿了理想和希望的開國時期，這是馬克思主義經

由一場蕩滌舊社會、打倒剝削者的革命之後帶來的新鮮氣象的勝利

時期”（李澤厚，1987: 181-182）。李澤厚的這一大段話語，無不寄

託了大部分中國人民對新中國的美好期待。然而，美好的希冀並不

能掩蓋現實的殘酷，戰爭的重創給共和國新領導人留下一系列棘手的

問題：“社會和政體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風氣已經敗壞，被戰爭破

壞的經濟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折磨，中國根本的經濟和軍事

落後性給社會精英爭取國家富強的目標造成了巨大的障礙”（麥克法

誇爾等，1996: 67）。這裡我們看到的顯然只是冰山一角。與這個歷

史遺留的社會內部殘局同樣棘手的，是試圖顛覆和破壞這個新生共和

國的國際力量。二戰以後，以美國、蘇聯為首的兩大政治陣營，各

自堅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形成兩極世界對峙的冷戰格

局。1947年，美國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圍堵

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主張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應該結

合理念相近、利害攸關的國家，在歐亞大陸邊緣構築戰線，圍堵蘇聯

共產主義的擴張（單德興，2009: 120）。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

僅次於蘇聯的世界上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在美國為首的資本

主義世界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新中國被看作是共產主義全球陰謀一

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可避免地捲入冷戰之中。自共和國成立起的

二十多年內，以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採取政治上不承認，經濟

上封鎖禁運、軍事上圍堵等策略遏制中國。

然而，這場冷戰不僅是“國際政治權力的鬥爭，也是兩種不同信仰

系統、制度、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爭取民心的鬥爭（battle for the mind）”

（趙綺娜，2001: 81）。“凡有利於氣消我長的策略都在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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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要的一環是思想與文化的競爭”（單德興，2009: 120）。針對

新生的共和國，美國建築了主要以香港和臺灣為基地的文化外交

網路和機構，以遏制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影響。香港以其獨特

的地理位置，[1]首先成為美國“全面遏制和演變中國的前哨陣地”

（趙稀方，2006: 87）。美國新聞處（USIS-Hong Kong）是美國在香

港所設立的至關重要的機構，“擔負著宣傳心理戰等重要使命”，執

行獨特的“國家計劃”，其主要目的有三：“破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

大陸的力量和支持的資源’，給‘反共黨份子以希望和鼓勵’”；誘使	

“東南亞華人支持美國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在他們之中製造反共

情緒和行動”；得到“香港對於美國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的日益增加

的理解和支持”（同上）。美國新聞處先後創立救濟總會（後改亞洲基

金會）、孟氏基金會、友聯研究所等情報機構，並創辦一系列報紙、

雜誌、出版社出版機構，如亞洲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

社、自由出版社等，出版或翻譯大量“反共作品”，以此對抗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其中出版反共著作較龐大的是亞洲出版社，它

一連出版發行了兩百種左右的“反共小說”，以及大量的反共性質的報

告文學、社科、人物傳記、翻譯以至連環畫等等（趙稀方，2006；鄭

樹森，1998: 2-3）。在翻譯方面，1952年美國新聞處設立的今日世界社

和今日世界出版社，廣邀名家參與翻譯美國文學，宣揚美國文化及價

值觀。而針對共和國政府最具代表性之一的翻譯活動，是贊助張愛玲

出版翻譯以中國大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朝鮮戰爭為背景的中、

英文小說《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 A Novel of Modern China，後自

譯成中文）、《赤地之戀》（Naked Earth: A Novel about China，後自譯成

英文）（均於1954年在香港出版），以及贊助其翻譯臺灣作家陳紀瀅出版	

“反共小說”《荻村傳》（Fool in the Reeds, 1959）等（單德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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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香港外，臺灣也被納入美國“圍堵政策”之範圍。1949年，美

國承認並援助要從臺灣“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並向臺灣

推銷美國文化，以各種文化交流方式（如教育交換等），“增進臺灣人

民以及東南亞華人對美國反共政策之信心；提高臺灣的國際聲望，加

強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傳統中國文化的保存者，現代中國文明的真

正代表’之形象”（趙綺娜，2001: 84）。而與美國這一政策密切相關

的，便是全力支持和協助出版臺灣作家作品的英譯選集，[2]以向世界

表明只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

策”（Liu 2006: 496），以此來否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的

合法性。

面對艱難、複雜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後不僅肩負著國內艱巨

的重建工作，而且還要肩負著在嚴峻的國際政治文化衝突中捍衛國家

利益的民族使命。通過公共外交手段，[3]即廣播、電影、報刊、藝術

和書籍等快速和慢速媒體，傳遞中國政府的聲音，宣揚新中國的政策

法規、政治思想、社會現狀、塑造中國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爭取國

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由此提上日程。而對外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更是

以一種較為隱蔽的、相對容易為人接受的方式，[4]展現新中國形象，

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的合法地位，為自身的社會主義建

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這既是對劍拔弩張的國際關係的積極回應與

反擊，同時也對民族國家身份的一種自我確認與張揚。

二、國家權力話語對對外翻譯的贊助與制約

2.1 翻譯的政治定位

在建國初“十七年”時期中西對壘中屹立的人民共和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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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了至關重要的文化政治意義。1954年，茅盾在全國文學翻譯

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及實現亞洲及世界

各國的集體安全、和平共處的偉大事業中，國與國間的文化交流是

一個重要的因素，而文學翻譯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環”（茅

盾，1954: 4）。包括文學翻譯在內的中外文學交流，在這裡被看成是

國與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環節，其目的主要是為新生的共和國建設

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維護國家利益。金人在官方刊物《翻譯

通報》的一篇題為〈論翻譯工作的思想性〉文章中，則直接表明“翻譯

工作是一個政治任務。而且從來的翻譯工作都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

有時是有意識地使之為政治服務，有時是意識地為政治服了務”（金

人，1951: 9）。

對於對外翻譯的政治定位，身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陳毅的看法

最具代表性。1962年，陳毅在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的談話中提到：	

“不要把外語工作看得太簡單，不要把外語工作看作技術工作，外語

本身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掌握了外語可以把外國人的長處介紹到中

國來提高我們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掌握了外語可以把我們中國的革命

鬥爭經驗介紹出去，擴大我們的革命影響，加強對帝國主義的打擊。

外語工作是政治而又帶理論性的工作，從事外語工作要有很高的文化

程度。文化程度不高，外語也是學不好的，作不了一個很好的翻譯人

員”（陳毅，1962: 4-5）。很顯然，時任國家國務院副總理和外交部長

的陳毅把外語工作，主要是翻譯工作，看成是一種政治工作，同時也

明確了對外翻譯的目的，即把“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介紹出去，擴大

我們的革命影響，加強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同樣，文學作品的對外

翻譯也不可避免地擔負著政治功用。1959年6月9日陳毅在對《中國文

學》（英文版）編輯部人員的講話中，就提到《中國文學》的定位，即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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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多一點還是政治多一點的問題。在陳毅看來，《中國文學》是文學

雜誌，“藝術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用感人的藝術形

象，叫你落在我的政治圈套中。”“藝術性愈濃，愈能達到政治目的；

藝術性愈低，愈不能達到政治目的”（周東元等，1999a: 160-161）。

這無疑是冷戰思維下的中國官方對對外翻譯所寄予的最高期望。

事實上，早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意識到對外（文

學）翻譯的重要性。這一期間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成為向世界宣

傳中國共產黨參與抗戰的政策，以求贏得廣泛支持的有效途徑。當時

茅盾就認為，“同時促進中蘇作家與中西作家的友誼，以及把我們的

作品介紹到蘇聯和西班牙去，也是我們當前必要的工作”（轉引自何

洋，2007: 150）。英文版《中國文學》創刊者之一的葉君健，曾於1938

年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從

事國際宣傳工作。為了配合抗日，葉君健受愛潑斯坦的委託，最早用

英文翻譯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主要章節，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共產

黨的革命主張。同年葉君健參加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並在香港主編該會的英文刊物《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 1939），對

外譯介中國抗日文學作品，讓世界瞭解中國抗日的情況，以獲取國際

的同情，支援中國抗日（葉君健，1989: 106-107；蘇光文，1994: 414-

426；葉念先，2001: 187）。抗日戰爭後的中國又迎來中共和國民黨之

間的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於1945年在上海創辦英文對外宣傳刊

物《新華週刊》（New China Weekly）。這個雜誌剛出了三期，就被國民

黨當局強行查封了。於是，中共轉站香港，於1946年另創英文半月刊	

《中國文摘》（China Digest），繼續向世界報導正在展開的中國的解放戰

爭（張彥，2009: 8-9），該刊於1950年停刊。1949年以中共執政的共和

國建立後，對外（文學）翻譯成了新生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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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外翻譯的贊助機構——作為國家對外宣傳機構的外文出版社

對外翻譯所承載的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對外翻譯出版工作納入國

家政治體制，並成為國家文化生產的一部分。建國“十七年”時期負

責外文圖書翻譯出版的專門機構是外文出版社。[5]作為國家對外宣傳

機構，外文出版社的官方背景自然不言而喻。外文出版社的前身是與

新中國同時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它主管對外

宣傳新聞報導和出版工作，是為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向世

界人民介紹人民共和國而設立的”（周東元等，1999a: 1）。1952年7

月，為了加強外國文字的對外宣傳工作，經過政務院（國務院前身）

批准，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在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

出版總署的《關於中央一級各出版社的專業分工及其領導關係的規定

（草案）》，規定外文出版社是“國家對外宣傳的外文書刊統一的出版

機構”，並規定了其任務——“廣泛地並多方面地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

就，中國共產黨與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戴

延年、陳日濃，1999: 24）。同時也明確了領導關係，即外文出版社	

“除政治上，也就是編輯工作的領導，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簡

稱中宣部）直接領導外，其他一切行政管理和出版、經營業務，全由

出版總署負責領導”（戴延年、陳日濃，1999: 51-52）。至此，外文

出版社正式成為國家出版企業機構，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

出版社等平行，統一接受出版總署的領導。與其他出版社的重要區

別在於，該社的出版工作是“黨的整個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是我國整

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正泉，1999: 1）。1954年12月1日出版總

署撤銷，全國出版事業的管理均由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負責，外

文出版社在行政上改由該局領導，業務方針仍由中宣部領導。1956

年10月22日起外文出版社的業務方針轉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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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聯部）領導。1958年7月24日，外文出版社的行政領導關係由文

化部移交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簡稱對外文委），成為其下直屬的企

業單位。1963年5月，為了取得“上級更直接、具體的領導，以便及

時瞭解和正確掌握對外方針、政策、策略和國籍鬥爭形勢”（周東元

等，1999a: 227），外文出版社改為直屬國務院的一個行政單位，名稱

改為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外文局），並建立黨組，發給必要的文

電。該局在業務方針上受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直接領導，並在政治理論

書籍的出版發行工作方面，受中宣部和中聯部的領導。[6]從以上外文

出版社幾次行政領導和業務關係的變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大權

威的國家機構對其的宰製。這一點似乎在任何其他出版機構都是絕無

僅有的，也從一側面說明了外文出版社在中國政府所佔的重要地位。

作為負責國家對外宣傳的專門出版機構，外文出版社除了出版

多種外文圖書外，還負責出版四大外文期刊，形成了圖書和期刊兩大

類的強大的對外宣傳網路。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四大期刊，各有明確的

分工。第一份期刊是1950年1月創刊的《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

為全面介紹共和國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半時事性的對外宣傳刊物。

其次是1950年創刊的《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主要以圖片和文

字宣傳報導中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成就。第三種期刊是《北京週報》

（Peking Review，英、法、日、德、西班牙文版），1958年3月4日創

刊，著重報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和動向，

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和政策以及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立場、觀點。

這一時期譯載中國文學作品的綜合性刊物是1951年創刊的《中

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英文版，1964年法文版創刊）。與外文出版

社一樣，《中國文學》也是為了對外宣傳新中國，重塑新中國形象而

創辦。[7]原中國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吳暘在談到《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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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動機時提到，身居英國的葉君健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回到祖國

後，不滿國外有關中國的書籍，認為國外讀者只能看到賽珍珠的《大

地》所描述的貧窮落後的中國、以及林語堂筆下悠閒以及古色古香的

中國形象，而不能讀到反映新的中國、新的人民的作品。因此，葉君

健向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和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副局長洪深

提議創辦《中國文學》。在周揚等人的支援下，《中國文學》創刊號發

行於1951年10月1日，成為“文化部對新中國第三個國慶日的獻禮”

（吳暘，1999: 490）。在創辦初期，《中國文學》不定期出版，選題較

為隨意。1952年前，《中國文學》為年刊；1953年改為半年刊；1954

年改為季刊；1958年改為雙月刊；1959年1月起改為月刊。1953年下

半年《中國文學》正式併入外文出版社，開始系統地譯介中國文學。在

業務上，《中國文學》由中國作家協會直接領導，是中國作協的對外刊

物。《中國文學》作為當時中國社會唯一一份專門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

期刊，在成為國外讀者瞭解中國文學及其動態的最主要的“視窗”的

同時，也意味著它在國家政治體制內扮演重要角色，從由時任國家文

化部部長的茅盾擔任主編的安排，[8]以及時任國家副總理和外交部長

的陳毅曾於1959年和1963年兩次對《中國文學》所作出的講話指示來

看，這份期刊重要的政治地位可見一斑。

建國“十七年”，“黨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一元化領

導，掌管著媒介系統，文藝作品的生產、流通被納入體制化的軌道之

中，它有一套嚴格的發稿制度、出版制度”（陳偉軍，2009: 25）。與

在出版總署領導下的其他國營出版社一樣，外文出版社的翻譯出版是

在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中逐步實現的。1952年9月中國出版總署借

鑒蘇聯的經驗，發出了《關於執行〈關於公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

度的規定〉的指示》，要求保證國家出版物的政治品質和技術品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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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出版社必須嚴格對書稿應實行“三審制”（劉杲等，1999: 20-21）。

遵照這一指示，外文出版社從1953年起依照國內外政治形勢和任務制

定出每年的方針任務、圖書選題計劃、出版計劃和期刊的半年編輯計

劃。[9]為加強政治思想領導，1958年10月，外文出版社成立黨委，對

全社的工作實行一元化領導（周東元等，1999a: 84-85），經常討論黨

的方針政策、出版社的方針任務、組稿和出書選題計劃、重要書稿的

審查和行政上的重大措施等。此外，國務院、對外文委、中聯部、中

宣部，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時常以講話和會議

的方式對外文出版社的圖書和期刊工作作出指示，以確保外文書籍在

思想政治方面與國家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強而有力的監管體系和出版

的組織化、計劃化，促使外文出版社對外翻譯出版的繁榮發展。1949

至1966年間，外文出版社共用了22種外文出版了4,108種圖書。[10]

2.3 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與銷售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外文書刊從圖書的選材、編輯加工修改、

翻譯、審稿、定稿、出版和發行都有嚴格的程式和規範。首先，選

材。[11]圖書編輯室對現成的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均有選題計劃，而對

於建國“十七年”創作的文學作品，則在五十年代後期才有所規劃。

圖書編輯部的編輯人員[12]一般參照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規劃，並通

過閱讀文學史著作、主流文學出版社和文學期刊發表的作品及相關評

論，如《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等，初步草擬出每年的

選題書目，[13]然後以書信或電話聯繫的方式送往文化部、中宣部、作

協、主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藝

出版社等），以及文學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復旦大

學現代文學教研室、山東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中國社科文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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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組等）的專業人士和著名作家（茅盾、馮沅君、巴金、郭沫

若、游國恩、王瑤、馮至、何其芳、李長之、朱光潛等），向他們徵

集意見，最後制定每年的選題出版計劃。

在選題這一階段，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那就是原作版本的

選擇。這一時期，對外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所依據的源文本，絕大多數

都是新近的修改本。[14]修改本主要由兩大群體負責。古典文學和部分

現代文學作品，因原作家已逝世，修改本主要由出版社統一負責。而

仍健在的現代作家，以及當代作家均會依照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與文

學規範，修改自身的作品。據有關學者考察（金宏宇，2004），在建國

後的五六十年代，由作者自覺修改作品的形成一個高潮。然而，這一

時期小說家們修改自己舊作的主要動因，並不主要是追求文學藝術上

的精益求精，而更多的是為了迎合一種新的文學規範，表現新的國家

意識形態。五十年代初，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

一些相關國家的政策指引下，文學形成統一的規範，如為政治服務、

寫工農兵人物、樂觀取向、讚歌格調等等，許多現當代作家為此都做

出了一種迎合性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集中在性、愛情、革命、政

治等內容上。如茅盾的《子夜》1954年的修改本對工農和革命者形象作

了修改，改掉了一些有損工人和農民形象的貶義的修辭和罵語、刪改

了對革命者的性描寫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52年修改本對

涉及土地改革政策的描述作了修正等；楊沫的《青春之歌》1960年修改

本更是嚴格依照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對作為知識份子的女主人公林

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問題和工農結合問題和入黨後的作用問題，進

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外文出版社選用這些經過修改的版本作為翻譯

的中文底本，可盡可能地貼近新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確保這一時期

翻譯的文學作品能以符合官方期待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形象對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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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中文編輯部的編輯人員會針對所選原本中不適合對外宣傳的

內容加以必要的刪改加工。這是一種文化自我過濾的行為，以避免有

損新中國形象的負面內容流傳出去。這些不適合對外宣傳的內容大致

有以下兩類。[15]一是“過分荒淫與恐怖的字句”，這主要針對作為文

化遺產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作品而言。如收錄在外文社出版社出版

選編的《唐代傳奇選》中的《虯髯客傳》，編輯人員就將原文中的虯髯

客挖人心肝，並送給李靖一同下酒的描寫刪去。屬於類似情況的還有

對現代文學作品的編輯加工。巴金的《家》在翻譯前，外文出版社負

責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就曾建議作者刪去原作中不利於宣傳的內容，

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巴金，1986: 18）。儘管對此頗有不

滿，但巴金還是按照外文出版社的建議，對原作上述內容進行了“整

章的”大面積刪略（巴金，1986: 18）。[16]第二類編輯加工修改的對

象，是“歪曲英雄人物和勞動人民形象”的內容，主要針對當代文學

作品而言。如《小城春秋》中共產黨革命者四敏、何劍平與丁秀敏之

間三角戀愛的情節，因有損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之嫌，在英譯本中被

刪得不留一絲痕跡。《暴風驟雨》英譯本則刪去了體現農民愚昧無知的

辱罵耶穌教的話語及其吊死狗並剝皮的描寫，以及土改婦女工作隊搜

查地主老婆藏在自身私處的金子的“不文明”或“野蠻的”行為。[17]

然後，經過編輯加工的中文底本被送往各種語種的編譯部組織

翻譯。關於具體的翻譯工作，外文出版社制定了明確的翻譯原則，即	

“信達雅”。在1954年外文出版社制定的“翻譯守則”[18]中提到，	

“信”是忠實，即忠實于原文的思想和政策；忠實于原句的意思和精

神；忠實於事實，數字和時間；忠實於語氣和風格。在翻譯中不能改

變或增加減原文的意思與事實。“達”就是通順，即詞能達意，亦即是

說這種民族語言的讀者不費過多的思索和推敲能夠看懂譯文，能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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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原意。“雅”就是優美，即文字通俗，易懂，簡潔，明瞭，流暢，

詞彙豐富，大眾化。在外文出版社之後制定的有關規定也基本沿用了

這一翻譯守則。1964年2月8日外文局制定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

作條例（三稿）》第六章“外文書刊的翻譯工作”，規定翻譯人員必須遵

守以下翻譯標準：譯文必須忠實于原文，必須是流暢的外文，還必須

譯什麼像什麼。具體說來，譯者必須遵循（1）譯文必須忠實於原文，

這是指忠實於原文的意思和精神，也就是把中文的內容，用外文忠實

地表達出來；（2）譯文必須是流暢的外文。這是指現代通用的外文，

也就是當今世界上同文的民族能夠互相瞭解的語文；（3）譯文必須譯

什麼像什麼。可見，“忠實原文”是外文出版社所遵循的最重要原則。

然而我們也必須留意到，在外文出版社內，“原文”事實上已不再是	

“原文”，而是經過政治意識形態嚴格選擇並改寫過的“源文”，因此，	

“忠實原文”的原則實際上等同於忠實於源語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

外文出版社的翻譯人員主要由兩大人群組成，第一類是中國本土

譯者，而這類譯者又分為兩大類，一是供職於外文出版社的中國本土

譯者，這些譯者大部分是外語專業出身，如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英

語專業畢業的喻璠琴，主要從事篇幅短小的作品的翻譯工作。《中國文

學》上譯載的短篇小說大多由他們翻譯。在外文出版社供職的中國譯者

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古典文

學作品都是出自楊憲益及其英裔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之手。此

外，魯迅作品的英譯也是由楊氏夫婦完成。另外，由於外文出版社的

社內翻譯人員人數有限，水準亦有限，因此需要約請“社會力量”參與

翻譯，如當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的許孟雄就獲邀翻譯了周立波的	

《暴風驟雨》和茅盾的《子夜》；同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的王佐

良受邀翻譯了曹禺的話劇《雷雨》。第二類譯者是受聘于外文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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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譯者，也就是當時被稱為“外國專家”，以及獲邀參與翻譯的“國

際友好人士”（peace champions）的翻譯人員。這些久居中國的“外國

專家”或“國際友人”往往對新中國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如當時主要翻

譯當代戰爭題材小說的美裔譯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他是二戰結

束後，1947年來華的美國人，曾受聘于對外文化聯絡局，為《中國文

學》擔任翻譯工作。1953年進入外文出版社，1963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	

（沙博理，2006: 96-123）。在二戰服兵役和中國解放戰爭期間，沙博

理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長期居住在中國北京。也正因為

參加過戰爭的緣故，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爭題材作品均由其翻譯。[19]

另外，有相當一部分“外國專家”或“國際友人”早期就與中國共產黨的

活動有著密切聯繫，如擔任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委員的新

西蘭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解放前曾在上海與馬海德、史沫特萊

一道參加英國人巴林博士發起的上海第一個外籍人士組成的“馬列主義

小組”，並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1938艾黎年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

積極從事工業合作活動。1949年以後艾黎定居北京，從事對外宣傳中

國的寫作和翻譯工作（Alley 2003）。外文出版社聘用或者邀請這些“外

國專家”和“國際友人”[20]參與翻譯，一方面能保證目標文本的地道和

流暢，以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面，他們還充當著重要的象徵角

色，即“象徵著中外關係的平等，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國際支援”，從而

向中國人，更重要的是向外國人，尤其向美國人證明“中國並沒有被孤

立，仍舊是‘朋友遍天下’（毛澤東語）”（Brady 2003: 75-76）。同時，

更是對其頭號敵人的美國政府不承認中共政權政策的又一抗擊。[21]如

此一來，這些來自英語世界的譯者在其翻譯作品上的署名，就不僅僅是

譯者作用於譯作的簡單憑證，更是當時中國文化政治外交的一種至關重

要的工具。事實上，類似艾黎這樣的“國際友人”也充當著實際外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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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角色（de facto ambassador），時常接待外國訪客，展開中國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民間外交”（Brady 2003: 77-78） 。

中國譯者譯出初稿後，通常交由目標語本土人士，如上述所提

的“外國專家”進行潤色，以使目標文本的語言儘量符合目標語的表達

習慣。然後進入校對階段，校對的人員由有經驗的中國本土翻譯人員	

（如曾校譯過《暴風驟雨》、《阿詩瑪》和《春蠶集》譯本的張培基）對

照英漢文進行校對，檢查譯文與中文稿有無出入，有無語法、文字、

事實和一些技術方面的錯誤。這一環節既是為了避免中方翻譯人員出

現語法及理解等方面的差錯，也是為了防止外語本土譯者出於個人觀

點而在內容上“做手腳”。校對完的譯文交由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外文印

刷廠排版印刷並再次校訂出版。[22]圖書印刷完畢後最終通過中國國際

書店總店[23]（以下簡稱國際書店）向海外銷售。

國際書店與一些外國（地區）的書刊發行機構建立直接貿易關係，

這些機構多為亞非拉國家和西方國家的左派團體、各國共產黨以及屬於

國際共運組織的黨派所開辦的書店（後來通常被稱之為“紅色書店”），

如由英國共產黨員湯姆斯‧羅素[24]在1953年創辦的柯烈茨（Collets）

書店、英國共產黨所創辦的中央書店（Central Books Ltd.）、美國共產

黨在紐約開辦的“出版物和產品進口公司”（Imported Publications and 

Products）。國際書店以這些書店為主體，建立起各國發行網。[25]除了

貿易發行外，外文書刊還通過非貿易（贈送和交換）的方式進入目標語

社會，以“補充貿易發行的不足，並為貿易發行打開新的出路”（周東

元等，1999a: 81），擴大譯作和對外宣傳的影響力（轉譯或翻印等）。[26]

此外，為了取得更好的對外宣傳效果，外文出版社還經常隨書

發送讀者意見問卷，以瞭解目標語文化讀者對中國的文學作品的看法

和閱讀興趣；[27]同樣，《中國文學》也經常隨刊發送廣告，邀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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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讀者推薦願意接受該刊的人，以期擴大外譯作品的影響。[28]然而，

儘管外文出版社單方面希望其出版的外文書籍能在全球發行，但受當

時國際關係和政治形勢所限，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大部分銷往亞非

拉國家，其中以銷往印度的發行量為最。[29]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外

文版作品所能產生的影響也限於這些與新中國意識形態接近或與新中

國關係較為友好的國家和地區。此外，外文圖書的發行亦受不斷變化

的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政策等影響。如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中

國與印度關係惡化、中共與蘇共分歧的公開化、“大躍進”運動等，

都反映到出版的對外貿易上來。國際書店不顧國外的實際，盲目地向

國外大量發貨，招致一些國家的疑懼，反而使中國出版物在蘇聯和部

分社會主義國家，在西亞、東南亞、北非、拉美及部分歐洲國家的出

口遇到了極大的困難。1958年，阿聯（敘利亞部分）、黎巴嫩、印尼

等限制或禁止中國書刊進口；1959年，法國、印度限制或禁止中國書

刊進口；1960年，國際書店與蘇聯全蘇國際圖書公司的“互相出口對

方刊物”的協議被取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退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圖

書；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中國對印度的書刊出口全部中斷	

（《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史略》編委會，1999: 487）；此外，1965年

印尼發生“九三O”事件，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將蘇加諾推翻，同時展開

了規模空前的排華與大屠殺，外文局因此大量壓縮印尼文版《北京週

報》和《人民中國》的贈送數量，以及停發各種英文版雜誌（戴延年、

陳日濃，1999: 203）。

可見，外文出版社所從事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是一個經過

層層過濾和選擇的過程。所有處於對外翻譯作品生產線上的出版社、編

輯、作家、中外譯者等各司其職，在外文出版社的組織與監督下，依照

新生國家的意識形態標準，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挑選，翻譯、出版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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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充分體現出由國家機構所支持的翻譯專案的濃厚的政治色彩。

2.4 編、譯者主體性的削弱

在建國“十七年”對外翻譯體制化的逐步形成過程中，參與翻譯

的編、譯者被納入體制性的國家機構之中，成為了“單位人”，受制於

其所屬的外文出版社，編、譯者的主體性被極大地削弱。

在調查1949年到1978年中國翻譯文學史上譯者主體性狀況時，

王友貴（2007）曾指出，當時的原作選擇模式大體有三種。一種是由

贊助人、即出版社先期約請專家廣泛推薦一批書目，經研究確定翻譯

選題，然後據此再尋覓、聘請合適的譯者；其二由黨政主管部門根據

國內外政治形勢或其他特別需要而指定書目，或提出原則性要求、由

出版社和雜誌社提出具體書目作品；其三即傳統的由譯者自選自譯，

即譯者提出選題設想或提交已完成的譯稿，出版社和雜誌社決定是否

接受選題或譯稿。在這三種模式當中，適用於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組

成部分的對外翻譯，只有前面兩種。或者說，這一時期對外翻譯者是

基本沒有選擇原本的權力，譯者的個人文學觀或興趣愛好往往要服從

並讓位於政治需要。從這一時期從事文學英譯的主要譯者——楊憲益

的經歷，我們可以窺見譯者不斷被削弱的主體性狀況。楊憲益博學多

識，學貫中西，尤其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造詣高深，因此，除了擔任

翻譯人員外，他還被外文出版社指定為古典文學專家。在古典文學

的對外翻譯選題上，楊憲益是外文出版社徵求意見的專家之一。五十

年代初期，楊憲益在選擇何種古典文學進行對外翻譯，享有較大的自

主權，因此，對於自己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最初幾年，他感到“很滿

意”（楊憲益，2001: 177-178）。然而，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日趨

緊張，尤其在“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楊憲益成為“漏網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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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30]這種有限的自由也無法保證。楊憲益就曾回憶說這一時期自

己的翻譯選題是由不大懂得文學的編輯決定，並嘲笑自己只是“翻譯

匠”而已：

我倆（與戴乃迭）實際上只是受雇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麼不由我們做

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

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但有時候即使是古典詩

歌的選擇也要視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內容而定，我們常常要為編輯們選出

的詩和他們爭論不休，經過長時期的商討方能達成妥協，我們翻譯的很多這

類作品並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 （楊憲益，2001: 190）

由於原作選擇權的喪失，在一些特殊時期楊憲益時常聽命於上層領導

的指派，翻譯一些應時之作。如為了配合京劇等地方戲出國，楊氏

夫婦就曾翻譯了京劇《打漁殺家》（The Fisherman’s Revenge，1956）和	

《白蛇傳》（The White Snake: A Peking Opera，1957)、川劇《柳蔭記》

（Love under the Willows—Liang Shan-po and Chu Ying-tai，1956）、

評劇《秦香蓮》（The Forsaken Wife: A Chinese Folklore，1958）以及粵劇	

《搜書院》（The Runaway Maid: A Cantonese Opera，1958）等地方戲

曲劇本；為了宣傳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還翻譯一些《不怕鬼的故

事》（Stories of Not Being Afraid of Ghosts，1961）等（楊憲益，2003: 79-

80）。應時翻譯的交稿時間要求緊，導致的結果往往是譯者精力不足，

極大地影響了翻譯品質。如1958年中國“大躍進”運動開始，社會主義

建設加快進行，“浮誇風”越刮越盛。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的指導下，《中國文學》雜誌亦由季刊改版為雙月刊，後來又

改為月刊，翻譯量一下子增加了許多。楊憲益和戴乃迭不得不開足馬

力，沒日沒夜地翻譯，“快得像發了瘋似的”（薛鴻時，2001: 191）。之

後，楊憲益為當時沒有更充裕的時間來翻譯魯迅的學術著作《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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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1959），影響了譯作品質而

感到遺憾（楊憲益，2001: 191）。

即便有時候楊憲益基於個人興趣和文學修養，翻譯了一些自身

喜愛的作品，但如果所選的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衝突，或不適合對

外宣傳，其勞動也會化為烏有：

在我翻譯宋、明小說時，我們必須到北京圖書館去複印那裡收藏的一種明

代版本，因為通行本是經過刪節的。有一篇非常精美的小說，叫《蔣興哥重

會珍珠衫》，原來的版本裡有幾處很精緻的性愛描寫。儘管我們是根據未被

刪節的原本翻譯的，但英譯最終出版時，這篇小說還是在審稿中被刪除了。

同一本書中還有一篇小說涉及明朝時的日本海盜（倭寇）。我們編輯指令我

們把這篇小說也刪掉，他們擔心否則會得罪日本朋友。還有一篇是宋代優

秀的鬼故事《西山一窟鬼》。小說寫得很精巧，充滿幽默情趣，乃迭也翻譯

得很好，但是不巧得很，當時毛主席剛發表著名的談話“我們不應當怕鬼”	

（意思是指外國帝國主義），於是這篇鬼故事只好刪掉。我們在那些日子裡

從事翻譯工作所遇到的麻煩真不少，上面所述僅僅是其中少數幾個事例而

已。（楊憲益，2001: 190-200）

事實上，有時候即便是外文出版社的社長或中文編輯在選題上的自由

也是相當有限的。外文出版社成立初期擔任社長的劉尊棋曾計劃挑選

150種中國古典小說和100種現代文學作品對外翻譯，楊氏夫婦也正是

受這一宏大翻譯計劃的吸引而加入外文出版社的。但在劉尊棋被打成	

“右派分子”後，這一計劃受到波及而夭折（雷音，2007: 182-189）。曾

以“外國專家”身份在華工作多年的詹納爾（W.J.F.Jenner）認為，外文出

版社的編、譯人員完全沒有選擇作品的權利，譯作最後的面目也不由他

們確定，作這些決定的是那些政治上的當權者（Lau 1995: 223）。儘管

這一論斷有過於絕對之嫌，但也不無說明了外文出版社編、譯人員時常

受政治支配的無奈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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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作選擇權息息相關的，是譯者對原作的評價。一般情況下，

譯者會在譯本序言或後記中表達個人對原作的理解或評價性的話語，

以凸顯自身的主體性。然而，我們發現，這一時期對外翻譯的譯者完

全喪失對作品作出個人性評價的權利，所譯出的譯本中並沒有附“譯

者序言”或“譯者的話”之類的序言或後記，取而代之的是“出版者	

（編者）的話”，或由原作者和有關專家撰寫的“序言”，而這些傳達

的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對作品的解讀。譯者完全處於一種“隱身”的

狀態，這一點是譯者主體性削弱的又一體現。導致這一時期譯者主體

作用不斷被削弱的狀況，主要是由文學對外翻譯的性質所決定的。如

前所述，官方對對外翻譯的定位在於翻譯的政治功用性，再加上體

制、譯作的集體生產方式等對譯者主體的制約，強化了譯者的從屬地

位，遮蔽了譯者的主體作用，取而代之的是體制化或者集體主體性。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對外翻譯成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

分，國家由此充當著這一翻譯活動的贊助人，並委託外文出版社這一

政府資助的對外宣傳機構具體組織策劃。翻譯的各個環節均受制於這

一機構，最終取決於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誕生的新生共

和國，致力於對外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的需要。同時我們也留意到，

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對外翻譯活動還牽涉到當時冷戰時期不斷變化的

國際關係，對此，外文出版社在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時亦會做出一

定反應或調整，這一點在這一時期國家外交政策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的相互作用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三、外交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作為對外宣傳的組成部分，建國“十七年”間的中國文學對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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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無不受到中國外交定位的影響和制約；反過來，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外交的作用。

與一般翻譯相反，對外翻譯通常是從影響相對較小的語言進入其

他語言，尤其是一個時期的“國際語言”。作品借助這一方式進入異域

文化，可以擴大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源語文化在目標語社會，甚至國際

社會上的影響。1949年建國前，中國國內的對外文學翻譯亦符合這一

規律（馬士奎，2007:169-181）。但在建國“十七年”時期，包括文學

在內的對外翻譯的目標語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以英語為主，同時還

包括法、俄、德、西班牙等相對重要的語言，以及各種社會主義和民

主主義國家的語言，如日語、朝鮮語、越南語、緬甸語、泰語、印尼

語、印地語、烏爾都語等亞洲的國家語言，以及阿拉伯語和斯瓦希里

語等非洲本土語言等。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建國“十七年”時期中國的

外交政策息息相關。

面對中西兩大意識形態陣營針鋒相對的冷戰格局，五十年代初期中

國在外交上“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另

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1994: 1-2）。五十年代中後期，國際形勢出現一系列新的重要變

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尤其是1956年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之後，

中蘇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國際共運以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等方面出現

重大分歧，兩國關係開始降溫。與此同時，在美蘇兩大政治集團之外，

以1955年萬隆會議為標誌，以不結盟、反帝反殖民相號召的第三世界

力量崛起。新生的中國在外部環境變化的壓力和挑戰面前，開始逐漸調

整國家的外交定位，把目光轉向亞非拉第三世界，希望通過支持和參與

亞非拉反帝反殖民主義運動，來擺脫蘇聯的控制和美國的封鎖，尋找新

的國際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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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外交策略的影響下，國家的對外宣傳工作不斷隨之調整，以

配合外交整體定位。1954年下半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對外文出版社作

出指示，強調“要大力加強亞非國家語文的出版工作”（戴延年、陳日

濃，1999: 48）。很快，1955年和1956年，外文出版社增加了緬甸文、

泰文、越南文、印地文等新的語文出版工作。到1958年底，外文出版

社的圖書編譯部共設俄、英、法、德、西班牙、日、印尼、印地、越

南、緬甸、泰、烏爾都、阿拉伯13種文種組。[31]而在文學翻譯方面，

由於意識形態的親和關係，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東歐民主

主義國家和部分亞非拉國家，會互相主動翻譯對方作品，中國文學作品

亦得到這些國家的廣泛譯介，[32]因此，相對於其他社會政治方面的書

籍，外文出版社翻譯文學作品的語種較少，出版的翻譯作品主要起著補

充作用，以確保這些國家能接觸、閱讀到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33]

然而，目標語的多樣化並不影響英語這一國際語言在中國對外翻

譯的重要地位。相反，這一時期對外翻譯，尤其文學對外翻譯，仍以

譯入英語為主，擔負著至關重要的政治宣傳任務。首先，由於中西意

識形態尖銳對立，英美等西方世界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較前急劇減少。

體現在文學翻譯方面，便是較少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只是偶爾翻譯出

版一些與新中國社會政治現實和文藝觀較為疏遠的中國古典和現代文

學作品，如“十七年”備受批判的劉鶚的《老殘遊記》（The Travels of 

Lao Ts’an，1952），以及老舍主要在旅美期間所創作的《四世同堂》

（The Yellow Storm，1951）、《牛天賜傳》（Heaven Sent，1951）、《鼓書藝

人》（The Drum Singers，1952）和《貓城記》（City of Cats，1964）等，而

對於中國建國後創作的“十七年”文學作品，英語世界基本持否定的態

度，更談不上主動翻譯了。此外，如上文所提，美國還贊助臺灣翻譯出

版張愛玲等人的“反共小說”，並資助臺灣文學作品英譯，藉以否認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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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的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由中方自己組織的中譯英

就尤顯迫切和緊要，成為“向資本主義世界宣傳的一項重要工作”（方鉅

成，1957: 19）。其次，把中國文學翻譯成作為國際語言的英語，勢必能

擴大中國文學和中國的影響，以達到更強的對外宣傳力度。事實上，許

多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本書籍和刊物，往往成為其他語種，尤其

是小語種國家轉譯的藍本，其影響力不可低估。其中最為典型的例證，

要數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的英譯本。據葉君健回憶，南美洲

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的毛詩譯本絕大部分是根據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英譯本轉譯的（葉君健，1996）。另外，《中國文學》發表的作品和文

章，也“時常被轉譯成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字。在保加利亞、阿爾巴尼

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印度、荷蘭等國家，有一些翻譯家把《中國文

學》上發表的作品和文章轉譯出來，在他們本國刊物上發表，或編輯成

冊出版。印度塔密耳科學院編輯的《塔密耳大百科全書》中，關於中國文

學藝術部分，採用了《中國文學》上的許多材料”（唐梅，1959: 88）。

對外翻譯中國文學在這一時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外交作

用。而因雜誌刊物類的及時性特點，《中國文學》尤其在國內或國際

形勢出現動盪和變化、需要做出迅速反應之時，更是扮演著“親善大

使”的重要角色。[34]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亞非地區的民族獨

立解放運動風氣雲湧。對於這些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局勢，外文

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及時作出反應，出版和譯載中國作家支持這些

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品。如1958年7月以卡塞姆將軍為首的伊拉

克軍人推翻了英美控制下的薩爾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國；

同年黎巴嫩人民解放運動高漲，英美出兵干涉。外文出版社立即在

1958年12月同時用英、法和阿拉伯三種語言翻譯出版了茅盾等中國作

家和藝術家所著的《支援阿拉伯兄弟的呼聲》（We Are With You,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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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s!）一系列詩文和卡通漫畫，[35]以支持當地人民的反帝和民族

解放運動，譴責英美的干涉行為；同年《中國文學》第5、6期更是打

破了不刊登政治類報導的慣例，[36]發行了兩冊政治文件附冊，其中第

5期包括《人民日報社論》刊登的反對英美國家在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干

涉行為，支持黎巴嫩、伊拉克和阿拉伯人民的鬥爭的一系列聲明、抗

議、社論與詩文作品，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對武裝干涉黎巴嫩

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英國政府的抗議〉、〈歡呼伊拉克人

民的偉大勝利〉（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制止美國侵

略〉（社論）、〈英美侵略者為找尋墳墓而合作〉（社論）、茅盾的〈我們

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爭〉、劉白羽的〈正義的火把在燃燒〉、

蕭三的〈打斷侵略者的脊骨〉和阮章競的〈伊拉克共和國萬歲〉等等。

1960年7月至1964年11月，美國、比利時等國武裝干涉剛果人

的民族獨立運動，引發了剛果人民反殖民的武裝鬥爭。1960年《中

國文學》第10期設專欄“獻給剛果人民的詩歌”（Poems for the People 

of Congo），登載了由楊憲益夫婦翻譯、詩人聞捷所作的詩歌〈戰鬥

之歌〉（Song of Battle: To Our Awakened Congolese Brothers）以及鄒

荻帆的〈給剛果河的流波〉（The Flowing Water of the Congo）；第11

期登載了由楊憲益翻譯的李野光的詩歌〈早啊，非洲，新的非洲〉

（Good Morning, Africa, New Africa)、〈致阿爾及利亞〉（We Support 

You, Algeria）。1961年第2期《中國文學》開闢專欄“傑出的非洲人”

（Eminent Africans），刊載楊朔的〈生命在號召〉（Life Beckons: In 

Memory of Felix Moumie)，以悼念1960年在日內瓦遇刺身亡的喀麥

隆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菲力克斯‧羅蘭‧穆米埃。同期還譯載了劉白羽

的〈血寫的書〉（Books Written in Blood: On Reading No Answer from 

Cell 7）評論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員阿邁德‧阿卡歇（Ahmed Akkache）



25

作為政治行為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在獄中所作的特寫〈七號牢房沉默了〉。

除了亞非國家，中國政府還加強了與作為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的

關係，[37]支持拉美殖民地國家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努力開展與

拉美國家的經濟、文化往來，建立友好聯繫。1954年，中國詩人艾青

受智利邀請，途經布拉格、維也納等南美城市，訪問智利。《中國文

學》1955年第4期開闢專欄“南美洲的旅行”（Poems Written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Latin America），譯載了艾青1954年途經南美洲

期間所創作的部分詩歌。其中詩歌〈他睡了〉（He’s Asleep）、〈一個黑

人姑娘在歌唱〉（A Black Girl Sings）， 〈黑人居住的地方〉（Where the 

Black Men Live），表達了詩人對殖民地人民的同情和鼓勵，以及對殖

民統治者不人道的種族歧視的揭露和譴責。此外，〈在世界的這一邊〉

（On This Side of the World），則記錄了詩人受到南美洲人民熱情親

切的歡迎，並歌頌中國人民艱苦英勇以及愛好和平的優良品質。

1959年，兼任中拉友協副會長的作家周而復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

訪墨西哥、古巴等國，進行文化交流。《中國文學》1960年第8期登

載其的評論文章〈中國和拉丁美洲文學之交〉（Literary Tie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在這篇文章中，周而復追溯了中國從二十

年代《小說月報》介紹拉丁美洲文學開始，到建國後新中國與拉丁美

洲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兩國作家為民族獨立和反歐美鬥爭上所作的

努力。次年，《中國文學》第3期還刊登了周而復訪拉美期間所作的散

文遊記〈航行在大西洋上〉（On the Atlantic）以及作家李少春的〈美洲

之行〉（A Trip to the American Continent， 喻璠琴譯）。

1959年古巴推翻巴蒂斯塔親美獨裁統治，取得民族革命勝利。

但由於反革命勢力的阻撓、美國的侵略干涉、革命組織內部的分化

等不利因素，革命政權面臨著如何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徹底推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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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革命任務的迫切問題。1960年4月中旬，西班牙和古巴兩位著名

詩人拉斐爾‧阿爾貝蒂和紀廉在哈瓦那勞動人民宮聯合舉辦了一個詩

歌朗誦會。出席朗誦會的聽眾以自願付款的方式購買入場券，所有的

收入作為購買保衛古巴革命的“詩歌號飛機”的基金。兩位詩人聯合發

表了一份號召書，呼籲全世界進步詩人舉行詩歌聯歡會，以便捐款購	

買“詩歌號飛機”用來保衛古巴革命。這條消息4月19日刊登在中國

報紙上，立即得到中國詩人的回應。第二天，即4月20日的下午，

中國一批詩人和作家在北京全國文聯禮堂舉行了“支持古巴人民詩

歌文藝會”（龐炳庵，2006）。對此，1960年《中國文學》第7期專設	

“獻給古巴的詩”（Poetry For Cuba）欄目，譯載中國詩人支援古巴革命

的詩歌，如蕭三的〈古巴，我給你捎句話〉（Cuba, I Salute You）、袁水

拍的〈加勒比海一枝花〉（Flower of the Caribbean）以及郭小川的〈為	

“詩歌號飛機”送行〉（We Send Off Avion de Poesia）；同期還開闢“歡

呼人民的春天”（Hail the People’s Spring）的欄目，刊登一組支援古巴、

阿爾及利亞、剛果等拉美洲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詩歌和散文，如

郭沫若的詩歌〈反帝鬥爭的連鎖反應〉（The Chain Reaction of the Anti-

imper i a l i sm St rugg l e s，楊憲益譯）以及由劉白羽創作的散文

〈鼓聲像春雷一樣震響〉（D r u m s L i k e S p r i n g T h u n d e r，沙

博理譯）。這一系列詩文的英譯，一方面向全世界傳達了中

國對亞非拉國家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另一方面也對

美國等殖民主義的侵略行為進行強烈的譴責。此外，1 9 6 1年	

《中國文學》第3期開闢了專欄“為自由”（For Freedom），譯載了鄭歌

的〈火與劍〉（Fire and Sword），以紀念拉美民族獨立150周年和古巴革

命勝利兩周年。

毛澤東親自促成編選、翻譯《不怕鬼的故事》（陳晉，199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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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王友貴，2007: 40-41），是對外文學翻譯用作國際國內政治鬥

爭以及政治外交手段的另一典型實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

國政府處於內外夾擊的緊張時期。國內事務方面，“大躍進”、人民公

社的過激做法遭遇嚴重挫折，並招致黨內外各方的批評，西藏發生叛

亂，台海局勢緊張，美國增兵支持臺灣；國際關係方面，印尼發生大

規模的反華排華運動，中印邊界糾紛漸趨尖銳，蘇聯突然終止中蘇經

濟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係幾近破裂。面對尖銳的國內外矛盾，毛澤

東把當時國內外的批評者、對手和敵人等形象地稱為“鬼”或“半人半

鬼”，並決定把中國古代小說和故事中不怕鬼的內容，編集成一本小冊

子，以表達“不怕鬼”的思想。這項任務落在了時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所長何其芳肩上。何其芳接到指示後迅速從晉以降的古代寓言、

故事和筆記小說（如《夷堅志》、《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金壺

七墨》、《幽明錄》和《聊齋志異》等）裡挑選若干作品，編成一本名為	

《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冊子。1961年1月24日，何把反覆修改過的該

冊子的長序最後一次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當日審畢稿子後給何其芳

寫了一封回信：

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付印前，請送清樣給劉、周、鄧、周揚、郭沫若五

同志一閱，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

和《人民日報》上登載。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後翻書。 序的英文

稿先翻成，登在《北京週報》上。此書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

進行整風運動的幹部們閱讀。以上請酌辦。

	 毛澤東	

	 	 一月廿四日  （陳晉，1996: 113）

很快，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由何其芳撰寫、毛澤東修改以及劉少奇、

周恩來、周揚和郭沫若等國家領導人和文壇領導人審閱的《不怕鬼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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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序，交由楊憲益夫婦翻譯成英文，並刊登在1961年第四卷第10期

的《北京週報》上。之後在1961年《中國文學》第5期刊載由楊憲益夫婦

英譯的《不怕鬼的故事》（節選）（Stories of Not Being Afraid of Ghosts）。同

年，外文出版社發行了該小冊子的多種外語單行本（英、法、德、俄、

日、越南、阿拉伯和世界語），以宣揚毛澤東“不怕鬼”的思想。

四、建國“十七年”文學運動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建國“十七年”期間，“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洪子

誠，2008: 9）。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控制很多時候是通過大大小小

的文學運動甚至批判實現的，“政治權力對於文學界矛盾、衝突的絕

對控制、支配，和文學‘一體化’的目標，促使鬥爭有增無減；而衝

突、論爭的性質和方法，常演化成當代特有的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洪

子誠，2008: 53）。同時期進行的對外文學翻譯活動與本國文學同處一

個文學大系統內，中國文壇的風雲變化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對外文學翻

譯上，這亦是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制約文學翻譯的重要體現。

1957年下半年中國文藝界開展反右派運動，以及對丁玲、馮雪峰	

“反黨集團”的批判。在這場運動中一批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如丁

玲、秦兆陽、艾青、劉真、海默、蕭乾、邵燕祥、谷峪、南丁、李南力、

李文元、王蒙、劉雁賓、劉紹棠、陸文夫、李國文、宗璞、高曉聲、鄧友

梅等。對於這一場轟動一時的文學批判運動，外文出版社緊跟形勢，迅速

作出反應。1958年第1期《中國文學》譯載了邵荃麟的〈文藝界兩條路線的

大鬥爭〉（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Trends in Literature），第2期譯載姚文

元的〈修正主義思想在文學中的表現〉（Revisionist Idea in Literature），第3

期譯載周揚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反右派鬥爭總結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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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A Great Debate on Literary Front）。而上述	

“右派分子”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劉雁賓的《在橋

樑工地上》、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等，自然失去了對外翻

譯的機會。

1960年6月，外文出版社開展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書刊檢查”，對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刊物和圖書進行政治檢查，[38]對之前已經出版的	

“右派分子”文學作品譯作被外文出版社以作停售處理，如馮雪峰的	

《雪峰寓言》（Fables, 1953）、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kan River, 1954）和秦兆陽的《農村散記》（Villages 

Sketches, 1957）等。此外，一些作品譯文集，也因其內收入“右派分子”

的作品而殃及自身，遭到停售，如收入谷峪的〈新事新辦〉（New Times, 

New Methods）和秦兆陽的〈祭灶〉（Sacrifice to the Kitchen God）的短篇

故事集《登記及其他故事》（Registration and Other Stories, 1954）、收海默

的〈聯合收割機的威力〉（The Newlyweds）的故事集《不是冬天是春天——

中國農業互助合作短篇小說選》（Not Winter but Spring and Other Stories 

on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1956）、收入南丁

〈檢驗工葉英〉（Not Up to Standard）和李南力〈羅才打虎〉（Lo Tsai, the 

Tiger-hunter）的故事集《夜歸及其他故事》（Homeward Journey and Other 

Stories, 1957）、收入海默的〈聯合收割機的威力〉（The Newlyweds）的	

《黎明的河邊及其他故事》（Dawn on the River and Other Stories , 1957）

等等。[39] 1954年版的《魯迅故事選集》（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在1960

年擴展重版時，書後由“右派分子”馮雪峰所撰寫的〈魯迅生平介紹〉（Lu 

Hsun: His Life and Thoughts），也被葉以群所寫的〈魯迅的生平與小說〉

（Lu Hsun’s Life and His Short Stories）所替代。

在這一場書刊檢查運動中，大批編輯和翻譯人員被蒙上政治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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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曾在外文出版社擔任責任編輯的陳次園和楊

憲益即是一例。由山東大學教授馮沅君、陸侃如所著的《中國古典文學簡

史》，模仿《聯共黨史》的寫法，在每一章的結尾都詳細引用毛主席語錄，

以證明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毛主席的有關論點是一致的。出於對外國讀者閱

讀習慣和接受能力的考慮，楊憲益夫婦與責任編輯陳次園在編輯翻譯這部

文學史著作時，刪掉了毛澤東語錄等教條主義的內容，兩人因此被追究政

治責任。出身“地主”家庭的陳次園被指“暴露了地主階級本性，仇視毛澤

東思想”，而且“有意識的竄改無產階級的編輯出版方向”，結果陳次園被

定為反革命分子，並下放勞動，強制改造思想；楊憲益也因“作為翻譯卻

故意去過問自己份外之事，自以為是”和“用右的眼光去對待新的觀點，

新的形勢”，險些被“逮捕”（鄒霆，2001: 286；雷音，2007: 226-227）。

當然，建國“十七年”間文學批判運動並不是永不停歇的，頻繁的

運動之間不時會出現短暫的間歇，給文壇帶來短暫的寬鬆氛圍，這種寬

鬆的環境同樣也影響著文學外譯活動。1956-1957年堪稱中國文壇的“百

花時代”。此時，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放鬆，中國文學創作迎來了短暫的	

“春天”，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言說的空間也較為擴大，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工作者也不例外。1957年4月15日，《文藝報》外國文學部就特別邀請了一

些外文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的外國專家，談論各自對中國文學作品看法和

意見。在座談會上，各國的外國專家就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當代文學作

品以及文學評論等方面各抒己見，對中國文學提出大膽的批評。如东德作

家杜爾克認為中國作品裡常常有的僅僅是情節上的錯綜複雜，卻缺乏矛盾

的深入和展開。他認為公式化的基本內容就是否定生活中存在著真正的矛

盾。他說，在一些作品裡，衝突是一種外在的、附加於作品的東西，不成

為作品本身的一部分。書中人物只有一些政治對話，缺少內心活動。這種

不揭露真正矛盾的作品的形成，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作者根本看不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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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矛盾，一是看見了卻不敢去寫，不敢表現，怕人家批評為“黯淡”。

杜爾克還認為有些作品缺少中國氣派、中國味道。仿佛所以成為中國作品

只是因為提到什麼炕啦、蒲扇啦這些東西。有的作品若把名字換掉，竟會

不知是哪國的。詩人謝內則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生

活。而戴乃迭認為有些中國古典文字批評過於公式化和概念化，貼上了一

些“人民性”、“現實性”等標籤，對作者、讀者都沒有什麼幫助；外文出版

社英文部專家魏路詩高度讚揚了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認為該作品是

一篇突破了公式化的作品，王願堅的短篇小說《黨費》亦很動人，充分寫出

了在革命戰爭時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但有些諸如《姐妹倆》的獨幕劇

就簡直像給人上政治課，有些情節十分不可信；沙博理認為中國當代文學

過於囉嗦，如他本人正翻譯的《保衛延安》，有的地方就犯了囉嗦的毛病，

書中描寫戰爭的場面不下十餘次，很重複，沒有新的不同的東西。有些地

方作者自己跑出來講話；有些地方太過火，顯得有些做作（宗璞，1957；

李岫等，2001: 575-576）。文壇較為寬鬆的環境給這些外國譯者在具體翻

譯工作中帶來一定的自由，如沙博理在翻譯《保衛延安》的過程中，就刪節

了一些他認為過於“囉嗦”的戰爭場面。

除了“百花時期”，1961至1962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學觀念和政

策的調整期。這一時期，中國文壇的文藝鬥爭運動暫時停歇下來，那些

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批判的文學主張、創作傾向、藝術方法等得到了有限

的生存空間”（洪子誠，2008: 58）。這種包容的趨勢也促使對外文學翻譯

的選材範圍有所擴大。1961年11月，時任《中國文學》主編的茅盾召集在

京的作家葉聖陶、吳組緗、劉白羽、馮至等，討論對外選稿的尺度問題，

並認為《中國文學》的選稿範圍可以適當擴大，“除介紹思想內容積極的

作品外，一些藝術性強、無害的作品也可以選登”，其中他特意提及了現

代作家沈從文的作品（戴延年、陳日濃，1999: 131-132）。在茅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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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下，1962年《中國文學》第10和11兩期上刊載了由戴乃迭翻譯的	

《邊城》（The Border Town）。此外，蕭紅的一些“無害”的作品，如《呼

蘭河傳》中描寫馮歪子嘴悲慘命運的第七章（Harelip Feng, an Excerpt 

from the Hulan River）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在《中國文學》，並附有茅盾專

門為《呼蘭河傳》寫的序言。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建國“十七年”時期文壇文學規範放鬆或規

範發生多樣性的情況，相對於這一時期頻繁多變的文學批判運動而言，是

相當有限而短暫的。同時，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相對于文學創作而言，亦

具有一定的滯後性，也就是選譯已發表的作品，而且往往是要在這些作品

發表一段時間，並形成主導性評定後才被介紹翻譯。所以，意識形態寬鬆

時期出現的一些作品，如“百花時期”的“幹預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

人》、《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等，儘管發表後立即引起廣泛

關注，贏得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讚揚，但隨著之後文學規範的收緊，很快被

主流意識形態排斥甚至批判，自然就不可能對外介紹翻譯了。總體來看，

對外翻譯的作品在意識形態上趨於保守，體現了新生的民族國家在整合自

身文化、建構同質化的國家文學形象的努力。

五、結語

綜上所論，建國“十七年”時期出現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是

中西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直接產物，承擔著對

外介紹一個嶄新的中國，樹立新中國的良好形象，以此彰顯新生的民族

國家身份的重要文化政治使命。此時，對外翻譯成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

要組成部分，國家由此充當著這一翻譯活動的贊助人，並委託外文出版

社這一政府資助的對外宣傳機構具體組織策劃，編、譯者的主體性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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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極大地削弱。翻譯的各個環節均受制於外文出版社，最終取決於在意

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誕生的新生共和國，致力於對外樹立良好

的國家形象的需要。作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文學）

翻譯活動既是當時處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中國政治外交政策的直接反映，

也積極配合了中國政治文化外交的開展，有助於形成當時中國的第三世

界的國際定位；同時，國內的文學政治運動或多或少地影響並制約著中

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體現了國家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新生民族國家形象

自塑過程中強烈的民族意識。

注　釋
[1]	 美國選擇香港作為反共基地的具體原因，可參見單德興（2009：121-122）。

[2]	 六十年代初，在臺灣擔任美新處處長（1958-1962）的麥卡錫（Dick Richard M. McCarthy），全

力支持和協助出版臺灣作家作品的英文選集，以向世人傳達美國政府只承認臺灣國民黨政

府。由在美新處贊助下的臺灣Heritage Press 於1962年翻譯並出版了吳魯芹編的New Chinese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New Chinese Writing；陳秀蘭	

（陳若曦）自寫自譯的短篇小說集Spirit Calling: Five Stories of Taiwan; 聶華苓創作並與侯健合

譯的The Purse: Four Stories of China; Green Seaweed and Salted Eggs；聶華苓編的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殷張蘭熙編的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高

天恩，2004: 320-323；Liu 2006：495-496）。

[3]	 公共外交，也就是爭取外國民心的工作。依照其爭取對象與方式不同，分為兩種：一

種是新聞外交或是宣傳性的，主要利用快速媒體，如廣播、電影、報紙等，適時且快速

地散播資訊。另一種是文化外交，這種外交是透過慢速媒體，如藝術、書籍、教師、學

者、學生等交換活動，來影響外國箐英分子對自身的觀感（趙琦娜，2001）。

[4]	 陳毅在1959年6月9日對《中國文學》編輯部同志的講話中，一開始就圍繞《中國文學》

的定位，即藝術多一點還是政治多一點的問題展開。在陳毅看來，《中國文學》是文學

雜誌，“藝術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用感人的藝術形象，叫你落在我的

政治圈套中……藝術性愈濃，愈能達到政治目的；藝術性愈低，愈不能達到政治目的”	

（周東元等，1999a：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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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十年代初期，文化部的對外文化聯絡局（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前身）曾以“文化出版

社”（Culture Press）的名義出版過四部解放區文學作品：草明的《原動力》（The Moving 

Force, 1950)、李之華的《反翻把鬥爭》（Struggle Against Counter-struggle,1950）、石言的	

《柳堡的故事》（It Happened at Willow Castle, 1951）和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Rhymes 

of Li Yu-tsai and Other Stories, 1951）。但“文化出版社”並沒有真正建制。外文出版社成立

後，於1954年，重新出版了趙樹理《李有才板話》。

[6]	 以上有關外文出版社的資料主要參照周東元等（1999a）和戴延年、陳日濃（1999）。

[7]	 在一些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書籍印有《中國文學》的宣傳廣告，標題就是“Know China 

through Its Literature—Read CHINESE LITERATURE，a Literary Journal in English”。

[8]	 事實上，《中國文學》與同時期其他報刊雜誌一樣，擁有實權的是黨組和書記處。如1958

年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書記處書記嚴文井就曾對《中國文學》的編輯提過意見。茅

盾雖然也可以說是左翼革命作家，也參加過共產黨，但是他有過一段“脫黨”的歷史，所

以他在這個期間不是黨員，而是“黨外人士”，所以並不掌握實權，但即便如此，茅盾也

會在一些特殊時期影響《中國文學》的選材，詳見下文分析。

[9]	 《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就摘錄了〈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工作計劃（草案）〉、〈外文

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方針任務〉、〈一九五六年外文出版社的規劃綱要（草案）〉、〈外文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在圖書期刊方面的出版工作規劃（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工作規劃〉、

〈一九六○年工作規劃（草案）〉、〈對外文委黨組‘關於一九六一年外文書刊出版規劃和編

輯方針（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綜合規劃要點〉、〈外文書刊出版發行工作一九六

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兩年規劃（草案）〉等。在選題方面，據本研究者收集的資料表明，外文

出版社於1954年、1957年和1958年制定了《古典文學、五四文學對外翻譯書目》，1963年又

在這個基礎上分別制訂了對外《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出版規劃》（草案）、《現代文學作品

出版規劃》（草案）以及《1961-1964年外文圖書出版社圖書選題計劃》。

[10]	 該資料統計來自《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其中，“17年外文出版社先後用18種文字

出版毛主席著作447種共1108萬冊，並通過國際書店向全世界159個國家和地區發行394萬

冊，對外贈送和國內發行330萬冊”（戴延年、陳日濃，1999：224）。另據馬祖毅等的統計，

外文出版社“從1949年10月到文革前的1965年，17年間共用43種外文出版了圖書3000餘種（

包括少量中文繁體字圖書）”（1997：705）。

[11]	 這一部分資訊由外文出版社前中文編輯人員廖旭和提供。

[12]	 據廖旭和介紹，中文編輯人員一般是主修中國文學的大學生畢業生，如原《中國文學》



35

作為政治行為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

中文編輯的陳善祥就是廣東中山大學的中文系出身。這一資訊得到沙博理回憶錄《我的中

國》證實，“我們的編輯人員通常是主修中國文學的”（2006：114）。

[13]	 曾在《文藝報》擔任總編輯副主任的唐達成在打成“右派”後被重新分配工作時，談到	

“到1960年的9月，我才摘掉右派帽子，另行分配工作。那時愛人想回北京。這時，作

協通知我到英文《中國文學》去。《中國文學》周揚的一個魯藝的學生何路在那裡做副主

編。”“我不願意在《中國文學》幹，每天看各種刊物上的作品，覺得沒什麼意思”（李

輝，1998：173）。

[14]	 幾乎所有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都沒有說明譯本所依據的原作版本，據本研究者

考察，僅有1960年出版的曹禺的戲劇《日出》（Sunrise），有一“出版者的話”（Publisher’s 

Note），指出該譯本是從1957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日出》（第一版）譯出，而該版本也

是經過作者曹禺修改過的。

[15]	 參見外文出版社內部資料〈《中國古典文學文庫》編輯凡例〉。

[16]	 據筆者考察，1972年由美國紐約Anchor Books出版的沙譯譯本中，Olga Lang把絕大部分刪

略的部分補齊。

[17]	 筆者在採訪當年負責編輯《暴風驟雨》的中文編輯廖旭和先生時，提到地主女人們把東西

藏在那裏，極“不文明”的，工作隊搜其身，也很“不文明”，很“野蠻”。

[18]	 該資料以及下文提及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三稿）》均由廖旭和提供。

[19]	 原《中國文學》的譯者喻璠琴提供該資訊。

[20]	 據《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到1956年底，外文出版社聘有蘇聯籍專家4人，11個其

他國籍的專家20人。他（她）們在業務上主要擔負各種外文譯稿的文字改稿、潤色工作，並

對外文書刊的編輯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培養提高中國幹部的外文水準”（戴延年、陳日

濃，1999: 62）。但事實上，有些外國專家有時還單獨承任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任務。

[21]	 這一觀察受到Herbert Passin所著的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的啟發。在Passin看來，五十

年代往來於中國的每一位外國訪客是新中國可誇耀的成就，一種被認可的標誌，一個通往

被接受和尊重的里程碑，對美國不承認中國政權政策的另一打擊（Passin 1963: 8）。

[22]	 以上資料由外文出版社原英文編輯室主任梁良興提供。

[23]	 國際書店正式成立於1949年12月1日，成立初期既負責進口外國書籍，又負責中外文書籍

的出口，1964年，國際書店成為專營中外文書刊出口的對外發行機構。外文出版社前身國

際新聞局出版的外文書刊和小冊子均由國際書店發行（周東元等，1999b：558）。

[24]	 羅素曾在1953年代表英國共產黨的勞倫斯‧魏沙特出版社前來中國，與中國外文出版社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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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出版《毛澤東選集》（1-3卷）英文版（劉杲等，1999：27-28）。

[25]	 國際書店主要依照蘇聯各種外文版《新時代》、《蘇聯文學》封底所刊登的蘇聯國際圖書公

司在各國的代理發行據點，建立其自身的發行網路基礎（周東元等，1999b：580）。

[26]	 起初貿易發行和非貿易發行均由國際書店擔任，但因這樣做“既影響該店的身份，又使宣

傳效果減弱”，文化部後來對外文出版社出版圖書的非外貿發行方式進行了調整，改由相

關的機關團體，如工青婦及駐外使領館負責。1962年，對外文委又規定“基本上通過貿易

的方式，非貿易的方式作為輔助——對一些國家地區可以非貿易發行開路，甚至在一個時

期內以非貿易發行為主”。參見〈關於外文出版社的書刊非貿易發行工作的建議（1953年7

月29日）〉、〈對外文委黨組《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草稿）〉，載周東元等

（1999a: 81-83, 262-271）。

[27]	 外文出版社隨書發送的讀者意見問卷如下：

Dear Reader,

      We will be greatly obliged if you will fill in the attached questionnaire and mail it back to us. 

Any further comment you may care to make either on this questionnaire or by separate letter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as a help to us in improving our publications. 

                                               English Sectio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Title of book you have read:_____________________

1. What is your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is book?

2. Do you find its contents interesting? Any suggestions?

3. Is the language clear and easy to read?

4.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binding, format or printing?

5. What kind of books do you have a preference for? 

Othe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_____________________

[28]	 《中國文學》時常會附有這樣的邀請信：

We shall be glad to send a samp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any friends you recommend. 

Please fill in their names and address ......

[29]	 印度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一，從新中國成立到1958年

底，是中國和印度國家關係最為友好融洽的時期。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

會主義陣營國家是緬甸，第二個是印度，但印度在1950年4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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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比緬甸早兩個月。因此，五十年代初，“在與中國的文化關係上，印度或許是最受

中國喜愛的非社會主義國家”（Passin 1963: 22）。然而，五十年代中後期，隨著印度在第

三世界的影響增強，美國開始注意拉近和印度的關係，印度也有意向美國表示友好。參

見張忠祥（2002: 200-201）。另據〈外文出版社1953年至1954年圖書編譯出版工作總結〉，“據

國外代銷店反應，以6本英文書的銷量為例，銷在東南亞國家的佔65％，而銷在英國的只佔

7.7％，澳大利亞佔5.5％”。參見周東元等 （1999a: 112）。

[30]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楊憲益並沒有被劃為“右派分子”，原因可能是其夫人是外國專

家，當權者有所避忌；或外文出版社需要楊憲益這位譯筆高超的譯者，定稿工作更需要他

這位中國譯者。但事實上，楊憲益並不被當權者信任，是“漏網右派”，並被“控制使用”

（雷音，2007：199-204）。

[31]	 見1958年11月內部資料《外文出版社工作概要》，頁1-2。

[32]	 詳見馬祖毅等（1997）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主編的《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概覽》。

[33]	 據廖旭和介紹，外文出版社對國外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情況有所掌握。如果某個國家翻譯

了某部中國文學作品，外文出版社一般不會重覆該選題。例如，老舍的《駱駝祥子》早在

1945年由Evan King翻譯，並在英美兩國出版，因此外文出版社在“十七年”並沒有出版該

作的英譯本。

[34]	 創刊於1953年7月《譯文》月刊同樣扮演著“親善大使”的角色。詳見王友貴（2006）。

[35]	 與之相關的是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編的《支持阿拉伯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文件選

編）》（China Supports the Arab People’s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 Se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也於1958年由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

[36]	 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外文期刊各有分工，《中國文學》一般不刊登政治類報導。1959年4月7日

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向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提交的“關於外文出版社的四種外文刊物編輯方

針的請示報告”中，也提到《中國文學》“一般不宜刊載配合外交鬥爭的政治性文件”。 參見

周東元等（1999a: 159）。

[37]	 除了1960年與古巴建交外，中國與其他拉美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但這並沒有阻擋中國與之

發展其他管道的聯繫。毛澤東曾明確表示：“只要拉美國家願意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我

們一律歡迎。不建立外交關係，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來也好”。參見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 338）。

[38]	 據廖旭和回憶，這次檢查主要針對社會和政治類書籍和文章，也涉及部分文藝著作。這一

回憶得到《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1）》證實。據《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1）》記載，“書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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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查閱中文書稿408部，外文圖書326種。其中發現“中文書稿內容有錯誤，編輯作了刪

改”和一部分由“右派分子”編寫的書稿共114部，決定對其中“錯誤性質較嚴重的外文圖書

不宜繼續發行，擬作停售處理”的有18部。見戴延年、陳日濃 （1999: 112）。

[39]	 主要參考外文出版社內部資料〈對已停售的右派分子編著的文藝書稿和畫冊的處理意

見〉。1962年，外文出版社按照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通報和通知，對上述的大部分的“右派

分子”作品恢復發行。見戴延年、陳日濃（1999: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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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場域與譯者行為 
——從布迪厄的理論視角來看 

茅盾翻譯的科學小說 

陸志國

Abstract
Habitus, Field and Translatorial Act: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on Mao Dun’s Translations of Science Novels (by Lu Zhiguo)

Mao Dun translated two “science novels” from 1916-1918,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yiyi (a freer and less restrained method of translation) 
still prevail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Drawing on the social 
practice theory of Pierre Bourdieu, particularly his central concepts of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as analytical tools, this article looks at Mao 
Dun’s translations and related social contexts, in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translator’s art or strategies in rendering the novels into Chinese. 

一、引言

茅盾的文學翻譯生涯發軔於科學小說。實際上，他一生中也只

翻譯過兩篇科學小說，分別是1916年翻譯的英國小說家威爾斯（H.G. 

Wells）的《三百年孵化之卵》（Aepyornis Island）以及1918年翻譯的

美國小說家羅塞爾•彭特（A. Russell Bond）的《兩月中之建築譚》

（With the Men Who Do Things）。這兩篇譯作都刊登在商務印書館的

期刊《學生雜誌》上，說明譯文的目標讀者是以中學生為主，由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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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譯者的願望是想讓學生在讀小說的同時了解一些科學知識。考慮到

小說產生的譯介背景，特別是當時對譯介科學小說的呼籲，[1]預示著

茅盾的翻譯是為了順應清末民初“經世致用”、“科學救國”的思潮。

但若以此來作為對他緣何翻譯的解釋，理據就顯得過於簡單。因為譯

者所做的選擇不一定是純粹地順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規範等，

有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因素，如翻譯活動中涉及的不同行動者、機

構、譯者的文化傳承等，都可能使譯者做出異於他者的翻譯選擇。在

對其翻譯策略的考察上也是如此。“意譯”的翻譯規範在清末民初佔

據主流，但這並不能說明茅盾就被動地屈從了此種規範。那麼，怎樣

才能對譯者行為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這裡，本文試圖借助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尤其是習性（habitus）、場域

（field）、資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將茅盾的科學小說翻譯置於清

末民初的文學翻譯場域之中來審視。通過梳理和分析他早期呈現的翻

譯習性、譯文的特點、場域中的張力關係，來理解茅盾當時採取的翻

譯策略等行為。

二、茅盾翻譯科學小說的特點

按照茅盾的敍述，第一部小說的翻譯是在他譯完科普作品	

《衣•食•住》後，應《學生雜誌》主編朱元善的要求，即為了讓學生多

讀些科學小說，他從涵芬樓圖書館的英美舊雜誌上找到一篇英國小說

家威爾斯（Wells 1898）著的Aepyornis Island，譯為《三百年孵化之

卵》，發表在《學生雜誌》4卷1、2、4號上。譯文署名為雁冰，但卻沒有

注明這是翻譯。此種現象在清末民初較為常見，就像茅盾所說：“看內容

明明是翻譯的東西，題下署名卻是個中國人”（茅盾，1997:139），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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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知識群體對翻譯文學的認識。關於這篇

小說的具體翻譯情況，茅盾並未過多描述。他後來的回憶只是說用	

“文言翻譯的”（茅盾，1997: 140），怎樣進行翻譯並沒有提及。而

且，看起來他好像不願說起一些早期翻譯的作品，如在1959年寫給葉

子銘的信中，茅盾說：

《學生雜誌》所載各文我無底稿，且我久已忘之。這些都是“為稻粱謀”的濫

製品，不值再提。只有那篇《理工學生在校記》是有意譯出來，給那時中學

生一點實用科學的知識。（茅盾，1984: 11）

實際上，《理工學生在校記》的翻譯基本上由茅盾的弟弟沈澤民主笔，

茅盾只是在文字上稍加潤飾而已（茅盾，1997: 145）。作為第一篇由

茅盾翻譯的文學作品，《三百年孵化之卵》是被茅盾真的遺忘？還是出

於某種原因有意避之？不管其意圖怎样，都暗示着這篇小說的翻譯跟

茅盾後來推崇的翻譯策略之間存在著某種反差。

單從字數上看，這篇小說的原文不足5,000個單詞，可譯文卻超

過了14,000字，這中間約9,000字的差距顯現出譯文的特別之處：或

許信度上做的不夠？或許增加了太多注釋而使其成為一種深度翻譯

（thick translation）？[2]通過對原文和譯文的逐一對照，發現譯文確實

在一些方面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主要體現在：

1. 敘述模式的改變

原文採用倒敍的手法，開頭是作為敍事者的“我”和“那個臉上

有疤的人”（the man with scarred face）無意中的對話，從而引出這個

人的一段探險經歷。故事的發展始終是以“對話”和“講故事”的方式

進行。作為敍事者的“我”和講故事的“我”（指那個臉上有疤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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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交替出現，體現出一種敍事上的含混。而譯文則刪掉了原文中敍

事者的角色，只讓講故事的“我”依據時空的轉換來描述故事的發展。

敍事方式單一但情節更為連貫。譯文開頭是大段的風景描寫和“余”的

介紹，進而敍述“余”的冒險經歷，所至之處，皆有景色鋪陳，十分類

似於遊記的寫法，但與傳統遊記的全知敍事模式又不相同。

2. 情節的改動

原文主要講小說的主人公（即臉上有疤的人）受雇於一家公司，

帶著兩個黑奴駕船來到一處沼澤尋找幾百年前的巨鳥蛋。他們也如願

挖到了一些鳥蛋和一副巨鳥的骨架。然而一個黑奴在搬運過程中因被

毒蛇咬而將其中幾個鳥蛋撞碎，主人公由此與黑奴產生摩擦。隨後黑

奴欲駕船逃走，主人公奮勇追趕，並用槍射殺一人，而另一人也因蛇

毒發作身亡。主人公獨自漂流10天后到了一個孤島，在島上停留期

間，一隻巨鳥孵化出來，並與主人公朝夕相處。後來因島上食物的缺

乏造成鳥與人之間的爭鬥，主人公也為此誘殺了巨鳥，而他最終帶回

英國的只是一副巨鳥骨架。

譯文保留了原文大部分的情節，但又增添了很多原文沒有的內

容。如在主人公漂流到一座孤島後，譯文添加了主人公是怎樣利用

島上資源生存下去的篇幅。如他學會了刻木記日、打獵、縫製獸衣、

制傢俱、造船、煉鹽等，每個過程都有較為細緻的描述。並且，主人

公和巨鳥的結怨不是為了食物，而是因為大雨淹到鳥巢，鳥逃往樹林

中，主人公想要誘捕巨鳥回巢卻引發了衝突。譯文對人與鳥的爭鬥描

寫得跌宕多姿。在跟鳥的搏鬥中，主人公用槍射中了巨鳥，但他被倒

下的樹木砸暈。幸運的是，他又被過往的船隻救起。最終巨鳥是死是

活，譯文中並沒有交代，給讀者留下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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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

原文中的主人公，探險完全是因錢而來，其話語中常會提起與公

司簽訂四年的薪水合約，以及巨鳥能賣個好價錢等。他的耐性不足，

對隨從動輒打罵，他在敍述中也說自己“不是一個有修養的人”。為

了食物的爭奪而遷怒於巨鳥並將巨鳥殘忍地殺死，最終他因沒有完成

交給的任務而遭解雇，但他將鳥的骨架賣給了一個商人，也賺了一點

錢。雖然有點遺憾，但他並不失落，並認為整個過程是一件很離奇的

事情。

譯文中，主人公是因興趣來尋找巨鳥蛋。他在島上自力更生，學

會了打獵、縫製獸衣、制傢俱、造船、煉鹽等，完全再現出一副魯濱

遜式的生活鏡像：追求理想，跟命運抗爭。與鳥發生衝突純屬意外事

故，他被倒下的樹木砸暈後，卻被過往的船隻救起，結果不知道鳥歸

何處，只好空手而歸。譯文最後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失落情緒。由是觀

之，原文中的主人公是個普普通通的下層人，其卑瑣的形象常常見於

作者的筆端，如作者讓其臉上留下鳥啄的傷疤。而譯文中的主人公卻

被看作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開拓精神和遠大抱負，但卻

不被幸運之神所光顧。

以上描述簡要說明了譯文在主題和結構方面的變化，下面分析一

下譯者在翻譯時所運用的手法或策略。首先，在語言運用上，譯文的

語言主要是駢文和淺顯文言的混合。駢文中用的較多的是四字駢文，

如譯文開頭對景色的描寫：

大者如玉，小者如珠，散者如霧，雜然並下；斜陽映之，更作五彩，如紅如

霞，絢爛奪目。然不移時，而奔車激矢之勢，歸於舒緩；金戈鐵馬之聲，歸

於靜默。（韋韜，2005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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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中也時能看到接近白話的文言文，如：“讀者當憶吾島上歲月，以

鳥生之日為元旦。其時正當盛夏也，准此以往，一切與世人反矣”（韋

韜，2005a: 15）。採用這種混合結構，在民初的駢文小說創作和翻譯

中較為常見，陳平原對此也持肯定態度：

把古文的對話、敍述段落和駢文的描寫、抒情段落搭配起來，交叉使用，顯得

錯落有致，文體因而較有張力。即使主要使用排偶的描寫段落，作家也故意

調入若干古文的句式，增加一點文體的變化，力圖避免過於單調之弊。（陳平

原，2005:190）

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茅盾的譯文語言契合了當時較為盛行的規範。

其次，譯者主要採用“意譯”的方法，[3]根據敍事需要對原文內

容進行了增刪和改編，但在不同地方採取的尺度不太一樣。試看幾處

譯文：

1. 譯文中的任意增刪

如小說談到主人公和巨鳥在島上呆的第二年，巨鳥身上發生了一

些變化：

It was about the end of  the second year our little paradise went wrong. Friday 
was then about fourteen feet high to the bill of  him, with a big, broad head like 
the end of  a pickaxe, and two huge brown eyes with yellow rims, set together 
like a man’s—not out of  sight of  each other like a hen’s. His plumage was 
fine—none of  the half-mourning style of  your ostrich—more like a cassowary 
as far as colour and texture go. And then it was he began to cock his comb at 
me and give himself  airs, and show signs of  a nasty temper. . . (28)
島中歲月，飄忽易逝，余之鳥友已長成亦。自喙迄足，高十四英尺，頭有冠，

青色也；頭大喙長，狀如鶴鍬，頭毛緗色，眼圓大而呈鳶色。蛇頸魚尾，龍文

龜身，翼小而朱色。脛長趾壯，鳴聲如裂帛。走極速，而不能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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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在譯意不譯詞

如在小說的前一部分，主人公敍述他們一行三人在沼澤地帶找

到了巨鳥蛋，在搬運過程中，一個黑奴被蛇咬傷而誤將鳥蛋打碎，從

而與主人公產生抵牾：

Carrying them down to the boat one of  my nigger chaps dropped one on a 
rock and it smashed. How I slammed into the beggar! But sweet it was, as if  it 
was new laid, not even smelly, and its mother dead these four hundred years, 
perhaps. Said a centipede had bit him. However, I’m getting off  the straight 
with the story. It had taken us all day to dig into the slush and gets these eggs 
out unbroken, and we were all covered with beastly black mud, and naturally 
I was cross. As far as I knew they were the only eggs that have ever been got 
out not even cracked. I went afterwards to see the ones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all of  them were cracked and just stuck together like a 
mosaic, and bits missing. Mine were perfect, and I meant to blow them when I 
got back. Naturally I was annoyed at the silly duffer dropping three hours’ work 
just on account of  a centipede. I hit him about rather. (18)
既至，余命黑奴運卵至船，以筐大，砂灘又峻，不便舁也。一、二、三至第

四卵矣。此其最大者矣。而黑奴忽全身震動，若觸電，此可寶之奇卵，乃奪

自其手，而墮于石上。殼粉碎，蛋黃四射，黑奴癡立若木偶。余見稀世之

珍，費如許力而得者，乃作曇花一現，怒不可遏，力拳黑奴，且繼以蹴。奴

始覺而奔，且奔且言曰：在沼畔時，足為毒蟲所齧，彼時不覺，今著冷水，

忽渾身毛戴……余聞言更怒，力呵之，追上將更撲之，而奴已涉沙灘上舟

矣。(2)

譯文和原文句子之間大多不能產生對應關係，但若分別來讀譯文和原

文，除了原文中那句“I went afterwards to see the ones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的資訊在譯文中丟失外，原文中所包含

的其他資訊都基本上能在譯文中得以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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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譯但也能與原文部分對應

如小說寫到在主人公和黑奴產生摩擦後，黑奴準備乘船逃走，主

人公恐嚇讓其返回：

But I had a little revolver in my pocket, and I pulled that out as I ran down to 
the beach.
“Come back!” says I, flourishing it.
They jabbered something at me, and the man that broke the egg jeered. (20)
被擊之奴立舟中，口申申詈，雜以獰笑，白齒巉儳如枯骨。余出手銃示之，大

呼曰：“速返！不爾且以此響汝。” （3）

譯文前後順序調整，描寫上有誇張成分，但意義沒有明顯的擴大或縮

小。詞與詞之間也有部分對應，但這種現象在文中並不多見。

總的來說，這篇譯文呈現了晚清以來流行的“豪傑譯”的一些特

證：對原文任意增刪，改變情節結構，譯意不譯詞等。同時也可看

出，譯文中的部分改寫要麼使情節更為曲折（如例2），要麼凸顯、誇

大了巨鳥或人物的形象（如例1和例3），使譯文顯得更具張力。譯文

刊登後，並沒有見到任何有關的評論。但稍後，作為贊助人的朱元

善繼續讓茅盾翻譯科學小說，至少說明茅盾的翻譯還是得到了他的

認可。

茅盾翻譯的第二篇小說是美國科學小說家羅塞爾•彭特（A. 

Russell Bond）的《兩月中之建築譚》（With the Men Who Do Things），

在《學生雜誌》第5卷上分多期刊登。翻譯方法與第一篇類似，但駢體

色彩更濃，更多章節被刪減，當然也有情節的添加：主要體現在開頭

和結尾部分，以及中間穿插的議論或感慨。

對於這篇小說的翻譯，茅盾有過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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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譯文雖然不必百分之百的忠實，至少要百分之八十的忠實。朱卻認為

技術部分要忠實於原文，此外則可以不拘。他的‘理論’是，給中學生讀的科

學小說，一方面要介紹科學技術，一方面也要文字優美，朱認為這一定要駢體	

（茅盾，1997: 144-45）。

可見，茅盾已經考慮到忠實概念的運用，這篇譯文至少是他與朱元善

協商的結果。

譯文開頭部分照常是用駢文對背景的描繪：

疏林斜陽，數聲蟬唱，綠水青草，兩部蛙歌……一肩行李，兩袖征塵，僕僕道

路，載馳載驅……晨起，曉氣清絕，當窗而理故課，午後，槐蔭漸轉，則下湘

簾，踞胡床，倚隱囊，沉水，左定窯壺而右莎翁集，興來則展霍氏志異之篇，

唱荷馬吊古之什。（27）

以上描述在原文中並不存在。茅盾後來說：“這段濫調，我是帶著開

玩笑的意味寫的，可是朱元善卻大為讚賞。而且說歐美人喜歡中國風

味的用具早成風氣”（茅盾，1997: 144）。茅盾的話不僅反映出朱元

善對駢文的喜愛及文化上的自足感，更表明朱元善對譯文的忠實並不

是很看重。

譯者在翻譯時仍然採取“意譯”（譯意）的手法，有時會穿插一些

敍事。如，原文第二章的開頭描述“余”收到同學畢爾的來信：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village postmaster handed me a letter. It was from Bill, 
of  course. No one could mistake his scrawl. It began in his characteristic style: 

“Hello, Jim: — Want you to chaperon me this summer in New York. We 
are to be all alone and may see whatever we choose of  the old town. Uncle Ed 
has put up a thousand dollars to pay expenses. We’ll have a dandy time. Will 
you c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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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家後第九日，余方在書室整理書籍，而僕人以快信進，信為同學畢君所發，

字跡欹斜，一望而知之也。余立撕其封，書曰： 

秦默君惠鑒：今有一可喜之事相告。吾叔愛德華以一千元余，令遊紐約。

吾叔今往歐洲矣，其書中之言曰：“暑假無事，將令汝遊於紐約，擴汝眼界，

增汝識見。我業工程師也，亦願汝於遊覽之中，注意於工程事業。”秦君乎，

汝必偕往，汝必偕余遊紐約。余叔之一千元已匯至，余先啟矣。行乎吾友，行

再相見於人山人海之紐約。畢爾白。(27)

畫線部分是原書中前一節比爾的叔父與他人談話的主要內容，而譯文

省去了這一節。譯者在此略為添加說明，似乎為了強調小說的關注點

在於“工程事業”。

有時譯文中會添加和更改一些原文沒有的資訊，包括一些誇張

的語言和作者的感悟。如小說中，“余”與畢爾來到地下挖掘隧道的現

場，偶遇流沙事故，由此種情景讓其聯想起小時侯讀到的故事：

One day when I was a child, I read of  a young chap who crawled into a hollow 
log after a rabbit and was trapped in there by the inwardly pointing splinters. 
The horror of  that imprisonment which lasted until the next day when the log 
had to be chopped open,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49)
余睹此奇景，忽憶兒時嘗聞人述故事，謂一人逐兔入大樹之穴，既入而不復能

出，家人不見其歸也，四出覓之，數日後，大匠鋸樹，始得之於穴中，奄奄就

斃矣。今茲情形，得無類是？（46）

這裏的“the next day”在譯文中變成“數日後”；原文並沒有敍述那個當

事人的身體情況，而在譯文中，當事人卻即將“奄奄就斃”。這表明譯者

重在對氣氛的渲染，通過插入這段回憶來強調眼前形勢的緊急。

有時為了使場面描寫更顯跌宕多姿，譯者常添加一些描述性的詞

語，重新對場景進行刻畫。如下面一段中，寫到作者所處的隧道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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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譯文對火勢及情景危機的描述比按照原文直譯更有張力。

There was a big pile of  it in the centre of  the work chamber. It burned fiercely 
and the heat was intense. We dropped flat upon the sticky sand to keep the 
flaming stuff  from blistering our faces. It was evident that the deck would be 
ablaze in another instant if  something were not done to quench the fire and if  
the deck gave away might not the mass of  concrete above crush through and 
mash us as if  we were so many flies? But the chances were we would be burned 
to death before that happened. All this went through my mind like a flash. (49)
全堆皆著，如火藥之驟焚，烈焰四射，不可響爾，更波及旁堆，火光益大，滿

穴通紅，濃煙充塞，奇熱不可耐。沙豬亂竄求生，無一出力救火者，而火且焚

及懸板，懸板雖厚，又有水槽護之，而以穴中養氣過多，火勢猛烈異常，滿

穴之內，惟見火花四射，遇物皆燃，穴又小，叫此火勢，直欲逼人離此，更何

有施救之余地。余儕恐火及毛髮，則伏於地，地仄人多，愈形其紛擾。仰視懸

板，焦矣，色黑矣，猛思及懸板之上，皆沙石也，懸板若壞，沙石立下，而吾

儕當之，猶卵之與鍾岱，有立碎耳。（46-47）

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表明譯者在翻譯這篇科學小說時，並沒有採取忠

實於原文的策略，而是完全根據故事發展對原文進行添加、刪減和改

寫，以使小說的文辭俊雅，情節更為曲折、離奇。譯文雖然能保持原文

的大部分資訊，但除了科技術語的翻譯外，字句之間能夠對應的地方不

是很多。考慮到茅盾在準備翻譯第二篇科學小說之時，已經明確表達了

忠實的意圖，但為何在譯文的總體表現上仍然不忠？是什麼因素導致茅

盾在翻譯這兩篇科學小說時都採取“不忠實”的翻譯策略？

三、茅盾早期的翻譯習性

按照布迪厄，作為習性的產物，策略不是基於有意識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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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源自無意識的性情傾向的指引。它依賴於行動者在場域中佔據

的位置、場域中對籌碼的角逐情況以及行動者解決張力關係的方法

（Johnson, 1993: 17-18）。若要分析社會場域中的行動者制定或運用何

種策略時，要考慮其習性、資本和所處場域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就

習性而言，它是過去的歷史在身體上的銘刻。了解行動者在某個場域中

的歷史，也就能了解他在當時或未來場域中表現出的一些傾向或特徵。

根據茅盾的敍述，最初將茅盾引向翻譯道路的是版本目錄學

家孫毓修。孫毓修用“意譯”的方法翻譯過卡本脫（Frank George 

Carpenter）的《歐洲遊記》（Europe），頗受歡迎，但若拿孫的譯文與林

紓的相比較，“林譯較好者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孫譯

則不能這樣說”（茅盾，1997: 125）。由此可知孫的“意譯”也屬於清末

民初時期“豪傑譯”的範疇。

茅盾剛開始（1916）翻譯的是卡本脫的《人如何得衣》（How the 

World Is Clothed）。翻譯時沿用孫毓修的“意譯”風格，並摹仿其善用駢文

的特點。實際上茅盾最初的譯文卻比孫毓修譯的忠實很多，雖然也有添加

和刪減，但基本保留了原文的意義。試看第五章中他譯的一段話：

We have ridden from the fields on a train of  cotton bales to one of  the 
factories near by, where the white lint is woven into cloth. The negroes sing 
as they unload the cars, rolling the huge bundles about and moving them on 
truck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 mill covers several acres. It is a huge 
building of  four stories, with many windows to supply light and air. It is filled 
with machinery, and the noise in some of  the rooms is so great that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hear ourselves talk. Nevertheless, the girls working here are said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fellows are saying by watch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lips. The factory employs several thousand men, women, and children. They 
come to work at seven o’clock every morning and labor all day, year in and year 
out, in turning this white lint into cloth.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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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耐。沙豬亂竄求生，無一出力救火者，而火且焚及懸板，懸板雖厚，又有

余儕今在裝載棉花車上。直駛向織布廠去矣。廠址佔地數畝。四層之大洋房

也。中間實以機器。其聲囂喧。至使對面之語。亦不能聞。雖習處其中之女

工。亦不能使其加聰也。惟能以目聽。見人唇吻翕張之狀，即知其作何語矣。

全廠男女工人，約計數千，其中尚有孩童在焉。每日晨七時操作，至晡方休，

鎮日辛苦，無非為人作嫁也。 （15）

原文中“The negroes sing as they unload the cars, rolling the huge bundles 

about and moving them on truck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這句是對黑

奴工作情況的刻畫，在譯文中刪去後並不太影響對整體場景的了解。而

在“turning this white lint into cloth”和“無非為人作嫁也”之間雖然不是

直接的對應，但後者可以看作是前者意義的引申，由此，原文的資訊含

量並沒有大的改變。

如果說，茅盾在翻譯科普文的早期能夠做到相當程度上的忠實，那

麼，在他進行科普翻譯的中後期，茅盾譯文的忠實性則大打折扣。如在	

《人如何得住》的第五章“東方人之居室”（Some Odd Dwellings of Far-

away Lands）中談到東方人的居室時，先介紹日本，接著介紹朝鮮和中

國、印度，並提到朝鮮當時是日本的一個省（Carpenter 1909: 47），因此

有些建築與日本的風格相似。但在譯文中，譯者重新安排了敍述結構，首

先介紹中國，但比原文的篇幅要短得多，可能譯者的主要目的是想讓讀者

了解異域風情，因此文中對中國的描寫反而顯得並不重要；接著介紹的是

日本，但說日本建築“取法中國”，這在原文中並未體現；而朝鮮在譯文

中也成為中國的藩屬：“為箕子遺封”（韋韜，2005b: 241）。當然，譯文

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大量刪減原文，以及對大部分段落的改寫。

也就是說，茅盾的翻譯越來越彰顯出“豪傑譯”的特點。在茅盾進行

文學翻譯前，他的“譯意”、使用駢文的翻譯習性已經彰顯。按照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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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場域結構的同源性（homology）論述，[4]即在一個場域獲得的習性常

會在其他場域體現出來，例如，個體在教育場域獲得的習性也會體現在職

業場域。但這種體現有時不具有即時性，也不一定能夠完全延承下來。因

此，茅盾科普翻譯時的習性雖然很可能在文學翻譯上有體現，但若了解他

習性引導下的翻譯行為，最終還要看文學翻譯場域中的張力關係。

四、文學翻譯場域中的張力與翻譯策略

清末民初的文學翻譯場至少有一個他治原則和一個自治原則共

存，也就是存在一個大規模生產場和一個有限生產場（陸志國，2013: 

13-17）。前者受到經濟因素的制約，生產首要考慮經濟利益，如包天笑

等鴛鴦蝴蝶派作家的翻譯、林紓後期對通俗小說的翻譯等；而後者主要

是為了藝術情趣或思想啟蒙的緣故，並不一定以經濟上的考慮為先，如

詩歌的翻譯、林紓早期翻譯的一些歐美經典小說、梁啟超翻譯的政治小

說、魯迅和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等。文學翻譯場域中，存在著

不同的等級，體現在不同的方面：

首先，在語言上，詩歌翻譯基本都用文言，小說翻譯中文言比白話

更為推崇。據包天笑的回憶：“那時候的風氣，白話小說，不甚為讀者所

歡迎，還是以文言為貴”（陳平原，2005: 169）。當然，“文言為貴”不僅

是因為知識界長期受文言的浸淫，使用起白話來難以得心應手，如提倡

白話的梁啟超談起他翻譯的《十五小豪傑》時說：“本書原擬依《水滸》、	

《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

功倍”（陳平原、夏曉紅，1997: 64），而最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文言是官

方的書面語言，佔具合法的地位。

其次，在文類上，小說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詩歌和戲劇。小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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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在文學翻譯場域中處於較高的等級，偵探小說和言

情小說則佔據了讀者市場。政治小說的地位與晚清知識份子對它的期待有

關，就像梁任公所言：“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而偵探小說的流行即如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說的：“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

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偵探小說要占五百

部以上”（阿英，1996: 217）。

再者，在翻譯方法上，“意譯”比“直譯”更受歡迎。晚清語境下，

諸如“取長棄短，譯其意不必譯其辭”（陳平原、夏曉紅，1997: 471）、	

“當筆則筆，當削則削”（333）的意譯方法很盛行，陳平原、王宏志等學

者也都認同“晚清的意譯風尚”這個說法（王曉明，1997: 190）；而直譯

的方法在晚清則常與“率爾操觚”、“佶屈聱牙”、“味同嚼蠟”、“無從索

解”等辭彙連在一起，倍受責難（陳平原，1989: 35）。

最後，在對譯文的評判上，譯筆是否文雅、漂亮，情節是否離奇

成為比“忠實”更為重要的衡量標準。晚清對譯文的評述常用到的是“譯

筆”、“情節”等詞，如顧燮光在評述海天獨嘯子譯的《空中飛艇》時說：	

“是書以科學之思想為主腦，復以才子佳人之事組織之，遂覺結構新奇，

一洗陳腐。譯筆複雅馴修潔，尤覺豁目”；評《毒蛇案》時指出譯本：“於案

中情節，言之極詳。譯筆亦奇警可喜”；評《俄國情史》時稱“全書三萬餘

言，情致纏綿，文筆亦雋雅可讀”（阿英，1960: 534-537）；覺我在評《裏

城案》時，提到的也是情節和譯筆：“情節極曲折，筆亦條達可觀”（525）；

寅半生也是這樣，稱讚《一柬緣》的譯本“情節固屬離奇，筆墨亦能雋雅，

是亦小說中之上乘者”（488），等等。用“譯筆”和“情節”來評判譯文直接

影響到“意譯”方法的採用，成為翻譯時首先要考慮的重要因數。換句話

說，“譯筆雅馴、情節曲折”的譯本可看作是清末民初文學翻譯場域有價值

的資源或者說規範，得到包括譯者在內的行動者的認可和競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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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民初的文學翻譯場域中，用文言翻譯且譯筆雅訓、情節曲

折的小說能夠幫助譯者贏得聲名，即獲得較高的象徵資本，林紓在這方

面就是一個範例。那麼，茅盾是否意識到文學翻譯場域中的主流規範或

象徵資本呢？

文學翻譯場域中，林紓的譯筆最受推崇，如覺我所述：“林琴南

先生，今世小說界之泰斗也，問何以崇拜之者眾？則以前詞綴句，胎

息史漢，其筆墨古樸頑豔，足佔文學界一席而無愧色”（陳平原、夏曉

紅，1997: 314）。根據一些資料的記載，林譯作品茅盾接觸較早，也讀

過不少（丁爾綱，2000: 38）；當參照孫毓修翻譯的作品時，茅盾曾拿林

紓的翻譯做過比對；另外，從茅盾對第一篇譯作的改動來看，如將人物

塑造成魯濱孫那樣的形象，很可能受到林紓譯的《魯濱孫漂流記》的影

響。[5]所以，林紓的譯筆及翻譯模式對茅盾來說並不陌生。

與茅盾翻譯有關的兩個編輯孫毓修、朱元善都很看重“譯筆”。在

他們看來，駢文是“譯筆雅馴”的代表。孫毓修在翻譯時“駢體色彩很顯

著”，且“頗受讀者歡迎”（茅盾，1997: 125）。在茅盾譯完科普文的一章

讓他審閱時，孫毓修也只看譯文，並告訴茅盾：“本館所出的譯本，向來

不對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人如何得衣》全書譯完後，孫毓修

對於茅盾運用駢體的譯文感到比較滿意（126）。 

朱元善也推崇駢文。根據茅盾的記述，朱元善很欽佩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中兩個善用駢體的人：孫毓修和王西神。朱元善在行文時常用駢

文，如參看《今後之教育方針》的開頭：“南北啟蒙，血戰玄黃，大勢杌

隉，曷知所屆”（朱元善，1916: 5）。他要求茅盾譯給中學生讀的小說要

文字優美，且他認為達到這個要求就得用駢文。

在情節方面，晚清的多數譯文評述都離不開“情節曲折”等術語，

稍後一些人的敍述也提到這點。據魯迅回憶，1909年《域外小說集》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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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受歡迎，讀者埋怨“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周作人，1936: 5），

這與其說是讀者不習慣短篇小說的體制，不如說是由於找不到有趣的故

事情節（陳平原，1988: 125）。茅盾對這種欣賞品味提出過批評：“中國

人看小說的目的，一向是在看點‘情節’，到現在還是如此，‘情調’和‘風

格’，一向被群眾忽視”（茅盾，1922）。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茅盾瞭解	

“情節曲折”是民初小說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從一些報刊的廣告上也可看出小說情節對讀者的吸引力。陳平

原認為，對於情節的改寫，早期新小說的廣告主要強調其“思想高尚”，後

期新小說的廣告則喜歡吹噓其“情節曲折”（陳平原，2005: 120）。中華書

局對《天笑短篇小說》的介紹是：“或著或譯，或莊或諧，無不情節離奇，

趣味濃鬱”。這句話為我們揭示了讀者心目中好小說的標準，又提醒我們注

意作家、翻譯家對“情節離奇”的共同追求（陳平原，1988: 116）。《小說

月報》早年的徵文廣告所要求“情節則擇其最離奇而最有趣者，材料則特別

豐富，文字力求嫵媚”（陳平原、夏曉紅，1997: 393）。1915年創辦的《小

說大觀》例言中，也標出“無論文言俗語，一以興味為主，凡枯燥無味及冗

長拖遝者皆不采”（487）。而要使小說有“興味”，情節必然曲折動人。

可見，茅盾對“譯筆雅馴”、“情節曲折”的場域規範並不陌生。當

時，“譯筆”和“情節”作為文學翻譯場域中的“籌碼”（stake），譯者對此

的追求或迎合能夠增加其資本的數量，從而使該譯者在文學翻譯場域中

處於更為有利的位置。也就是說，如果茅盾想要增加自己的影響力或資

本總量，就至少在譯文中表現出這兩點。但在選擇什麼樣的文體和採取

怎樣的策略時，還要根據譯者的資本佔有情況及其與權力場域中的行動

者包括贊助人、機構的關係來確定。

茅盾在開始文學翻譯之前，擁有少量的象徵資本：他協助孫毓修編

過童話，用文言翻譯過三部科普作品。他也因此得以破格加薪，這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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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例證。也正因為茅盾懂英語，有過以漂亮文筆翻

譯科普文的經歷，身為編輯的朱元善才懇請茅盾來翻譯科學小說。

作為贊助人的朱元善，顯然在文學翻譯場內沒有什麼名聲，因為所能

搜集到的民國期刊上，看到署名為朱元善或筆名天民的文章基本上都屬於

教育類或科學類的讀物，但他在商務印書館內卻很受“器重”。他善於推銷

商務書籍，也是個老資格，“光緒末年商務剛開辦不久他就進商務了”，他

和商務總經理張元濟還“有點遠的親戚關係”（茅盾，1997: 138）。凡此種

種，他能身兼三個刊物《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和《少年雜誌》的主編。

其中，《學生雜誌》是茅盾譯文的載體。這是一本以供給中學生課外

知識為主的刊物，以中學生為對象，以輔助學業、交換智識為旨趣，設有

短論、學藝、英文論說、小說小品、詩詞、遊記等欄目，其中的“學藝”

欄目主要介紹外國的歷史和科學知識，以讓學生了解西方的風土人情和科

技發展情況，這與當時的科學救國思潮相吻合。

但科學知識的純粹介紹有時讀來不免乏味，如魯迅在〈《月界旅行》

辨言〉中所說：“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

難，勢必然矣”（魯迅，1958: 4）。而將科學引入小說，把知識的傳播和

思想的啟蒙融於通俗的形式之中，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是晚清知識份子

對科學小說功能的共識。包天笑在〈鐵世界譯餘贅言〉中說：“世有不喜

學科書，而未有不喜科學小說者，則其輸入文明思想，最為敏捷，且其種

因獲果”（武田雅哉，1981: 70-71）。魯迅更是相信科學小說能“使讀者

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般之智識，破遺傳之迷

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徫，有如此者！”（魯迅，4）作為一個

資深編輯且又善於“趨時”，朱元善應該深知科學小說的作用。而且，期

刊內容的適度變化對於期刊的發展來說也是極為有益。

因此，朱元善想讓茅盾翻譯科學小說，這既是辦刊的需要，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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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開啟民智”和創辦實業的運作方針；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自

己的影響力或者說象徵資本。

對於茅盾而言，由於資本的缺少使他在文類的選擇上並沒有多少發言

權，而在語言的應用上，使用駢文既能使譯筆雅馴，獲得進入主流場域的

許可證，又能得到朱元善的賞識和學生讀者的歡迎，[6]從而增加自己的象徵

資本和經濟資本（往《學生雜誌》上投稿有稿費報酬）。而且，他之前不管是

寫史論，還是翻譯科普作品，都用到駢文。所以，在這層意義上，他從科

普翻譯中養成的習性在文學翻譯場也找到了歸屬，使其獲得“遊戲感”（feel 

for the game），也就產生了他與主流翻譯規範和話語保持一致的翻譯行為。

有時，為了刻意突出文章的駢體色彩，茅盾不吝筆墨地添加場景描

寫，儘管這些描寫在今天看來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如：“月光之下，池水

如鏡；山川星宿，鹹入畫中。碧草紅豆，點綴生趣……”（11）。《三百年

孵化之卵》開頭的一段更是這樣：

一輪紅日，漸薄崦嵫，深碧色之海水，方煽其威焰。巨浪如怒馬，猛撲向

岸，勢如激電，聲如殷雷。……大者如玉，小者如珠，散者如霧，雜然並

下；斜陽映之，更作五彩，如虹如霞，絢爛奪目。然不移時，而奔車激矢之

勢，歸於舒緩；金戈鐵馬之聲，歸於靜默。（1）

用大量筆墨來鋪陳夕陽之下海水的動景，與小說主題並無太大牽連，且

顯得有些累贅，這完全是為駢文而駢文的緣故。即如胡適批評舊派文人

時所言：“一到了寫景的地方，駢文詩詞裏的許多成語便自然湧上來，

擠上來，擺脫也擺脫不開，趕也趕不去”（陳平原，1988: 120）。但譯

者這樣做卻表明他運用駢文的能力，以助他獲得場域內權力層和讀者群

的認可，儘管這些描寫可能會影響到結構的連貫和段落之間的張力。

而在對情節曲折等的問題上，朱元善表示可以“不拘”，所以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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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較大的自由度來發揮。有時，茅盾在情節上自由增加、刪減或改

寫，是為了著意呈現情節的連貫和營造跌宕多姿的場面，以引起讀者的

興趣。下面這段是描寫作者和畢爾眼中大樓起火和消防隊員救火的情

景：

It was a building about eight stories high that was burning and it appeared to 
us that the fire was getting beyond control, for suddenly there was a big burst 
of  flame. The spectacle was magnificent and full of  intense excitement to boys 
with red blood in their veins. We could see the firemen running around. Some 
were wielding their axes. Three men were hanging to a writhing hose, and they 
had all they could do to handle it. We realized the power of  the water, for we 
were standing on a line of  hose ourselves and we could feel it swell up under 
us. In the foreground was the tower reaching up some 60 feet from the ground 
and pouring a steady stream upon the fire from its high vantage point. The 
stream was evidently directed by a man on the truck below. (7-8)
被災之屋為八層之巨廈，聳立碧霄，火焰圍之，幻作金蛇數百道，飛舞天空。

月光慘澹，星斗無色，火光人面如血。耳聞救火會員發令聲，水龍射水聲，爆

裂畢剝聲，相間而作。地上流水成澤，皆水龍之水也。時懸瀑四注，白煙上

冒，火勢似漸衰，水龍噴水亦稍緩，水線作灣形，不如前之噴薄激射，知力懈

矣。忽焉而人聲大噪，口笛之聲大作，黑煙一縷自旁屋之頂上突，直薄九霄，

轟然一聲，火星四射，光燭天漢。 （31）

如果單從場景描寫來看，譯文中的動作、聲音、色彩交相輝映，結構

緊湊，給讀者帶來的張力和動感要比依照原文直譯下來強烈得多。

概而言之，茅盾逐漸將當時的主流翻譯規範“內化”為習性的一

部分，並在翻譯兩部科學小說時根據不同的語境採用了添加、刪減、

重寫等手段，以滿足學生讀者、贊助人等對譯文的期待，進而積累

他的象徵資本。從他前後的譯文中我們不僅可以認識其翻譯習性的變

化，而且還可洞悉翻譯與社會場域的某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與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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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張力關係。

五、 結語

茅盾早期的科學小說翻譯是其文學翻譯的起點，瞭解當時茅盾翻

譯了什麼、如何翻譯、為何這樣翻譯等方面的情況對認識他一生的翻譯

行為變化至關重要。而且，茅盾早期的翻譯行為也能作為例證對現有的

一些翻譯猜想、論斷做出判斷和驗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茅盾選擇科學小說和“意譯”的翻譯策略，不

僅與他起初追隨孫毓修所養成的翻譯習性有關，而且與後來贊助人的要

求、他對資本走向的判斷也有關係。茅盾在場域中的地位使他在策略選

擇中著意調整與贊助人的翻譯觀念和編辦雜誌的理念、主流的翻譯規範

保持一致。跟據布迪厄，當場域（包括布迪厄所說的環境、機遇和限制

等）與習性最初被內化的環境十分相似時，習性會產生與現有結構相一

致的各種實踐，也就是說，茅盾在翻譯時獲得了一種“遊戲感”，這不僅

使其之前的翻譯模式得到一定的延續，還能使其進行較為自在的表達。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茅盾在翻譯時過於追求譯筆與情節，有時可能會

在某種程度上傷害到譯文的連貫性、可讀性。實際上，當譯筆和情節被

看作當時對譯文好壞的評判標準時，它們之間是否會產生一些不相容的

問題並沒有引起評論界的注意。[7]其實早在近代文學翻譯的初期，受讀

者的閱讀趣味影響，景物的描寫就常被刪去，因為這影響到故事結構的

連貫與銜接。若從這一角度來看茅盾的翻譯策略，就會感覺到茅盾在譯

文中對譯筆和情節的兼顧，不一定就有利於譯者對象徵資本的獲取。

西彌奧尼說過，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譯者養成了屈服於原文的習

性（Simeoni 1998: 23）。而從茅盾早期翻譯科學小說乃至科普作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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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看出，茅盾並沒有屈服於原文，而是經歷了對原文的部分忠實到不

忠實、部分忠實的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這顯示了場域邏輯如何被譯者	

“內化”，以及茅盾對“林譯模式”逐漸產生抵抗並轉向直譯模式的跡象。

 

注　釋
[1]	 如魯迅在《月界旅行辯言》中提到：“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

必自科學小說始”；海天獨嘯子亦在《空中飛艇牟言》中說：“我國今日，輸入西歐之學

潮，新書新籍，翻譯印刷者，汗牛充棟。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國普及乎？請自科學小說

始。”見陳平原，夏曉虹（1997: 51, 90）。

[2]	 “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來源於種族學研究中的“thick description”，最初提出這個概念

的是阿皮亞（Appiah），阿皮亞將“thick translation”界定為“試圖以注解和附屬詞表形式

把文本置於豐富的文化及語言環境中”的翻譯。後來，翻譯學界將通過加注、圖示、序

言等形式使目標文本蘊含更多豐富資訊的翻譯統稱為“深度翻譯”（也有譯為豐厚翻譯、

增量翻譯），見Appiah（2000）、沙特爾沃思、考伊（2005）及Theo Hermans（2003）和張佩

瑤（2007）等論文。

[3]	 晚清語境下的“意譯”與現在的意譯概念不同，它更接近於梁啟超提出的“譯意不譯詞”

的說法以及“豪傑譯”的翻譯模式。

[4]	 也有將“homology”翻譯為“同構性”。布迪厄曾用“差異中的相似”來解釋“結構同源”，

簡單來說，它指的是相對自主的場域之間的關係。如被統治階級在某一場域中的位置或品

味在另一場域中也表現出相似的情況。Swartz（1997）有較為詳盡的陳述。

[5]	 茅盾在譯文中將Robinson翻譯為“魯濱生”，這個稱呼目前只發現在林紓寫的《古鬼遺金

記》序言中提到，而Robinson Crusoe的其他譯者沒有這種說法，另外，茅盾將“Friday”

譯為禮拜五，也與林紓的譯法一樣。

[6]	 《學生雜誌》的讀者多用駢文寫作，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上）》中對此有過描述：“我

看這些文言的遊記，大多用駢體，可見當時全國各地中等學校盛行的，竟是駢體”。

[7]	 即為突出譯筆，往往添加一些描寫風景的段落或句子，這會影響到情節的連貫、小說的

整體性等；同時，為了追求跌宕起伏的情節，往往又會刪去某些寫景的段落。這或許是

當時的閱讀品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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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Wang Xiaoying

Abstract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e.g. Culture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hav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pora” and translation has been one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iscipline; 
however, the term “diaspora” does not constitute an analytical category 
with concrete explanation power on its own. In fact, the increased 
currency acquired by the term “diaspora” has been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include “exile”, “nomadism”, “migra
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ty”, and
“in-betweennes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pora” and translat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and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First,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may cau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some of the prevail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thos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econd,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can add new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to the heated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agency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the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could off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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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of transl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ends her essay by 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How shall translation scholars perceive 
and define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when people transgress national borders in an 
unprecedented manner?

1. Introductio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migration has become massively globalized.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has become a hot issue for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e studies (e.g. King, Connell and White 1995).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especially postcolonial studies, have introduced this concept into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cholars. Nowadays, “diaspor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or, 
one of the major journal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issued a special issue in 
2006 entitled “Translation, Travel, Migration,” whose theme, as the title 
denotes, touched upon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lthough this concept has gained wider currency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ts connotation in the discipline has been marginally 
explored. Most translation scholars tend to use the word in an unspecified 
and loose way, suspending its connotation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ir discourse on “diaspora”, which tends to cause confusion. 
For example, in Sun Yifeng’s essay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Cultural 
Mission” (孫藝風, 2006: 3-10),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s used in such 
a free and undefined way that the validity of its discourse on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mission has been largely diluted. To supplement the research 
on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resent author will 
attempt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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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propose to explore three possible issues on “diaspora” in the 
discipline, that is,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and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Due to the scope of the pap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s aim is to expose and present issues concerning dias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ather than proposing solutions to the questions these 
issues may raise.

2. The Etymology of the Term 
“Diaspora”

The term “diaspora” has traditionally possessed a specifically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The English word “diaspora” originated in the 
Greek word diaspeiro, meaning “a scattering or sowing of seeds.” According 
to the OED (1989), the word was originally used in the Septuagint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Deuteronomy (the third to second century 
B.C. Greek), wherein God warns the Israelites of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disobedience: “thou shalt go out one way against them, and flee seven ways 
before them; and thou shalt be a diaspora in all kingdoms of the earth” (Deut. 
28, 25; emphasis added). In the context of its appearance in Deuteronomy,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s associated with a curse, with a perpetual otherness 
amid otherness. Before the 1960s, the word “diaspora” referred exclusively 
to the Jews living outside of the “Promised Land”. Diaspora, as a proper 
name, encompasses geographic, soci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semantics 
(Baumann 2000: 313-328).

Other ethnic peoples, such as Africans, Indians, and Chinese, have 
similar diasporic symptoms in their dispersions, and researchers began to 
regard those ethnic groups as variant types of diaspora. In a now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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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George Shepperson (1966: 76-93) suggested the concept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Dominique Schnapper (1999: 225-254) further 
proposed a more inclusive usage of “diaspora”, which would make diaspora 
studies more fertile if “it be applied to all dispersed populations, whatever 
their prestige, that maintain ties among themselves, and not only to Jews, 
Armenians, Greeks, or Chinese” (225). “Diaspora” thu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generalized in its usage. Since the mid-1970s, this dislodging and 
semantic broadening of the term “diaspora” has been taken up by scholars 
from other humanity disciplines. Nowadays, the word “diaspora”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academia, its usage now extending to non-Jewish 
communities and traditions. In fact, studies on the African Diaspora, the 
Indian Diaspor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have gained more and more 
currency (see 劉洪一, 2006: 103-108). In 1991, the generalized and broad 
usage of “diaspora” became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d with the launching of 
the high-quality journal Diaspora.

There have been many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among which, Khachig Toloyan’s (1996) definition is widely accepted as a 
starting point—many scholars, such as William Safran (1999), agree with 
Toloyan’s points on this aspect. According to Toloyan, three elements are 
essential in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1)	 The paradigmatic diaspora is formed due to coercion that leads to the 

uprooting and resettlement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the homeland of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often of  entire communities; 

(2)	 Diasporan communities actively maintain a collective memory that is a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their distinct identity;

(3)	 Diasporan communities care about maintaining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Toloyan 1996: 3-36).

As can be seen in Toloyan’s definition,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di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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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at of  “immigrant” in the sense that the latter aims at incorporating 
into the host culture, whereas the former implies a geo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f  the diasporic people from their host countries 
and/or their home cultures. In this sense, not every immigrant can be 
deemed as diasporic.

3. Connotations of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emantic broadening of “diaspora”, both in terms of relating 
it to any dispersed group of people and conceptualizing a certain kind of 
consciousness, has made “diaspora” one of the most fashionable terms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aumann 2000: 313-328).

Since the mid-1990s, “diaspor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Postcolonial scholars and critics hold that “diaspora” 
has an inborn association with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ir argument is based 
mainly on two reasons. First, most of the diaspora generated during colonial 
times, now without the word’s original religious connotation, were actually 
enforced by the slave trade. Thus “diaspora” falls, inevitably, into the 
research scope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Second, almost all the postcolonial 
schola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dentity issue of the colonized 
peoples who were dispersed to the metropolitan colonial centers, or that 
of the colonizers who were dispersed to the colonized third world (see 
Kalra et al. 2005). The term “diaspora” is frequently found in postcolonial 
discourses, such as Homi Bhabha’s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 James 
Clifford’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7), 
and Stuart Hall’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2005). This wide usage of the 
term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as Ling Jinqi 淩津奇 pointed out, is to “express 
and hence emphasize a social as well as a mental process which bring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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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born cognition and heterogeneous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dispersion” 
(2007: 111).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have introduced the term “diaspora” into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cholars. “Diaspora” has so far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rought into its status quo via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into the discipline. These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on translation include the so-called “new” tran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pora” and translation 
have revealed an important issue; however, the term “diaspora” does not 
constitute, on its own, an analytical category with a concrete explanatory 
power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erm’s increased currency 
in the discipline has been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n the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mentioned above. Specifically, 
the poststructural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e those relating to 
“exile”, “nomadism”, “migr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ty”, “in-betweenness”,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s deeply imbued with 
various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and connotations.

4. Three Issues of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4.1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One of  the denotations of  “diaspora” in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s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in whic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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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mee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upheavals on a global scale have forced people to leave their 
homelands and disperse all around the world. Rapid changes in transportation 
modes have also affected the mode of  human migration, as they have 
greatly facilitated people’s migration, resulting in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diasporas that have emerged globally. A number of  diasporic people 
have resorted to creative writing to describe their diasporic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ir diasporic feelings,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the increase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since the mid- to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se writers’ different ethnical backgrounds, current diasporic literature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Indian diasporic 
literature,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 etc. Though diversified in their 
narrative modes, diasporic works fundamentally share and express similar 
themes, that is, memories of  the homeland and alienation from the host 
culture. Therefore, diasporic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stic of  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on the one hand, diasporic literature, more often than 
not, keeps a distance from the home culture, narrating homeland culture 
from an alienating di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diasporic literature also 
tends to keep a distance from the host culture, observing or depicting the 
host culture from an outsider’s perspective. As Salman Rushdie described it:

(diasporic writers) are capable of  writing from a kind of  double perspective: 

because they, we, are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in this 

society. This stereoscopic vision is perhaps what we can offer instead of  

‘whole sight’. (1992: 19)

The quantity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parallels its popularity.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large amounts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Many times, 
there are even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Chinese diaspor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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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e works by popular writers such as Gao Xingjian 高行健, Ha Jin 
哈金 and Hong Yin 虹影. 

In recent years,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consequently,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new field 
in the discipline. For example, more than half  of  the volume of  The 
Translator’s special issue “Translation, Travel, Migration” in 2006 was 
dedicated to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Distinct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on diasporic 
literature is based on a closer textual comparison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and thus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Since diasporic literature is written “in-between” two national cultures, 
translators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have to tackle its dual writing features. 
Accordingly, how to translate the dual-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its translators. To any translators engaged 
in this work,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is not a simple task of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Using the term “migratory style” to describe the 
dual-/multi-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e later works of  the Argentine diasporic 
writer Manuel Puig, Christopher Larkosh (2006: 279-299) presents a highly 
relevant question: “how might this migratory style be translated”.

Take, aga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In case of  translating the dual-cultural features in Chinese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 present author would like to split and extend 
Larkosh’s question into the following two:

(1) How should the translators re-represent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text, especially the national and/or ethnical characteristics featured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to the target Chinese readers? 

(2) Can the prevail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omestication or 

foreignization, do full justice to these du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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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holars have addressed these questions in some essays. Han 
Ziman韓子滿’s essay “Hybridit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2002: 54-58) 
was among the first to touch upon these two questions. Using the word 
“hybridity” instead to cover the dual/multi-cultural features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Han, in the essay, put diasporic literature into a category called 
“hybrid texts”. By analyzing the dilemma faced by the translators of  those 
dual-/multi-featured texts, Han held that cur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ten fall short of  fully representing 
these dual-/multi-cultural features (“hybridity” in Han’s words)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to its target readers. 

Han’s view toward the two questions is echoed by Liu Fang 劉芳. 
However, in addressing the second question, Liu went further. Liu’s essay, 
“Back-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Ame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2005: 7-10), questioned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rguing that neither domestication nor foreignizati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can re-represent the dual-cultural features to its 
target Chinese readers. By investigating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 Liu examined three different 
renderings of  some dual-cultural featured words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words such as shou,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piety, and zong zi,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meaning rice dumpling). 
Liu concluded that neither foreignization nor domestication could do full 
justice to the dual features in translating diasporic works.

Prevailing with much currency since their proposal, especially by 
Lawrence Venuti (1995),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can be said to 
meet their theoretical limit in term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works (or vice versa) in the sense that both strategies fall short of  
eliciting and relaying the dual-cultural features,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in diasporic works, to their target Chinese readers.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of  dual-characteristic diasporic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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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posed challenges for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he study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as become a 
new issue fo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allows translation 
scholars to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some of  the prevail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those mentioned above.

4.2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Though more and more diasporic translators have emerged, not 

every translator living outside his or her home country can be considered 
a diasporic translator. Enforced by coercion, typical diaspora, as elaborated 
above, maintains a collective memory that is fundamental to distinct identities. 
According to Tölöyan’s definition, translators whose migratory purpose is 
to assimilate into the host country/culture and who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support this assimilation would hardly be considered diasporic.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from 
non-diasporic translators, could be the first step in 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To provide a definition of a diasporic translator,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nalyze known cases first and then gather minimal features 
that might define a diasporic translator.

As has been mentioned, there are increasing numbers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emerging in a contemporary global context. Among them, Vladimir 
V. Nabokov, Eileen Chang 張愛玲, and Bai Xianyong 白先勇 are famous 
diasporic translators. Though primarily known for their creative writing works, 
diasporic translators like Nabokov and Chang took up translation as part of 
their profession and had translation achievements comparable to their creative 
works. Distant from their homelands, these exiled bilingual writer-translato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orks from both their home cultures and their host 
cultures, an action which actually connotes their intricate mentalities in exile.

Similar to diasporic writers, diasporic translators have lived in two or 
even more national cultures. Due to their diversified cultur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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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ual-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ir translations are prone to demonstrate 
some textual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n-diasporic translators. For 
example, in Chang’s translation of Naked Earth (1956)—Ch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di zhilian 赤地之戀 (1955) and one of her earlier works in 
Chinese—in her late exilic days in America, Chang deleted or changed almost 
all of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s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ource 
text. This was a strong hint of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her home culture. 

Chang’s translation is far from the only case. Lin Yutang 林語堂, a 
famous Chinese translator who is also famed for his diasporic experiences, 
demonstrates similar textual features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s during his 
long sojourn in the West (mostly in America, and occasionally in Britain 
and France). For example, in his translation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1949),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Fusheng liuji 浮生六記 (沈
復, 1877/1999), he changed or deleted most of the culture-specific items, 
such as proper names and idioms in the source text.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items that might arouse Western readers’ particular interest, such as the 
practice of foot binding that is exclusive to Chinese women, Lin, more often 
than not, retained or even foregrounded them (see 李玉良, 2005: 79-83; 王
少娣, 2009: 41-45). Therefore, Lin’s different strategies toward those culture-
specific items also imply his subtle mentality as a diasporic translator.

Consequently, research on how the diasporic experiences and their dual 
perspectives affect the texts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could constitute another 
new issue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fact, this has successfully 
drawn some attention. In Tina Steiner’s essay “Mimicry or Translation: 
Storytelling and Migrant Identity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s Admiring 
Silence and By the Sea” (2006: 301-322), she called for empowering diasporic 
translators, an emerging group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o shoulder more and 
larger cultural mission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nations and 
reduce conflicts caused by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in today’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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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diasporic translators can shed new light and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of the translator’s agency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s mentioned above in Chang’s case, diasporic translators tend to 
incorporate their diasporic experiences or diasporic mentality into their 
translations; hence, readers may gain insight into the translator’s diasporic or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s the current author’s Ph.D. thesis shows (王曉
鶯, 2010), compared with her translations in her non-diasporic life, Chang’s 
translations during her diasporic sojourn demonstrate drastic differences 
characteristic of a diaspora. For example, readers can find, in Chang’s 
translation of her own English works in her late exilic life in America, that 
Chang added or supplemented negative descriptions of Western people or 
culture that are actually absent in the source text.[1] Chang’s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both the host culture (or, more specifically, the American host culture) 
and her home culture in the late part of her exilic life significantly denotes 
Chang’s mentality as a diasporic translator.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can also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heated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 agency. Reaching its climax from the 
late 1990s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debate on the translator’s agency 
remains a hot issue in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e.g. 陳大亮, 2006). Based 
on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r discursive stances,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Briefly, scholars from the traditional faithfu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hold that the translator’s agency is subjected to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text, whereas other researchers, speaking more often than not 
from a postmodernis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have argued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 of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allow for more 
maneuvering in his or her translation.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ir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approaches, 
the scholars engaged in this debate tend to discuss the translator’s agency 
while suspending or obscuring the translator’s specific national or ethnical 
cultural experience—a tendency that actually makes the debate less gr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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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us handicaps its validity. [2]

As mentioned above,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diaspora”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in this context of agency research, 
studies on diasporic translators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e 
questions such as the following:

(1)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y would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adopt in translating 

“the awkward texts” (Robinson 2006: 68), texts whose awkwardness 

bespeaks a distantized rhetoric from both the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s in 

the current postcolonial context? 

(2) Should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adopt a resistant translation strategy/mode 

or a dialogic and mediating mode in their translations? 

(3) In what ways do their diasporic experiences or their dual-/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affect their translation? 

  

As can be seen, any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issues above will inevitably touch 
upon the hot issue of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or’s agency. Additionally,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in today’s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context, such study could enrich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by introducing the issue of  multiplicity and hybridity into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or’s agency. 

4.3 Translation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The English word “translation” etymologically comes from the 

Latin word translates, meaning “bear across” or “carry over” (OED 1989). 
Primordially, the word “translation” has the meaning of carrying across 
borders or transgressing certain boundarie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ranslation 
was initiated by God, who destroyed the Tower of Babel, confounded 
tongues, and made people scatter on the earth.[3]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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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people have to translate their own language into 
those of others. In this scriptural sense, translation is indeed associated with 
diaspora: people scattered on the earth depend on translation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The English word “diaspora” etymologically comes from the Greek 
word diaspeiro, which means the scattering or sowing of seeds. If juxtaposed 
together, the etymologies of the two words “diaspora” and “translation” share 
the same or a common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 that is, carrying things over 
across borders or boundaries. 

Translation is defined as “a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OED 1989). In this sense, translation can be linguistically viewed 
as intrinsic to the diasporic process, transforming the information (whether 
culturally loaded or not) of one language into some information of another 
language while being forced to scatter. Hence, transl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iaspora” in more than one way.

Viewed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the information of one language/culture to another 
language/culture, which means tha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given the different linguistic/cultural contexts, would inevitably have 
some change or alternation in another language/culture. Therefore, transl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act of writing and disseminating differences. 

Jacques Derrida (1995: 165-205) similarly argued that translation is 
essentially an act of disseminating significanc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which the signifier chain slips constantly to a different signified. According to 
Derrida, transla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temporary encounter or meeting 
of both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Using translation as the best example, 
Derrida illustrated his point that the chain of significance is not stable and 
consistent, but, rather, it is ruptured and inconsistent. To elaborate his point 
further, Derrida coined the word “différance”, which has a dual connotation. 
On the one hand, “différance”, derived from the word “defer”, impli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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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is metaphorically a deferred temporal realization of a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 “différence”, derived from the word “differ,” implies 
difference, meaning that translation,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conveying the 
same information to the other language,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conveying 
and translating differences—the signifier meets a different signified in sign 
systems while translating. 

Though not dealing with translation directly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Derrida’s view still embodies a similar insight into the diasporic 
quality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his view on translation, whereby 
the signifier slips constantly to a different signified, touches upon the diasporic 
nature of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of conveying and transforming difference. 
In fact, the very existence of translation shows no more than the fact that, as 
difference exists across cultures, it serves fundamentally as a carrier, as well as 
a reminder, of that difference.

Like a coin with two sides,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is double-sided as 
well—sameness and difference constitute the two-sided natur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regarded primarily as language transfer, carrying 
over cultural goods, such as information or cultural signifier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However, people seldom realize that translation is also a diasporic 
process disseminating difference and heterogeneity—a de facto reality proved 
by the thousand-year-long master narrative that the translator must be faithful 
to the source text. 

Therefore,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could offer a new 
dimension in studying translation. Put simply,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enables 
scholars to re-think and hence re-perceive the heterogeneity in translation, 
which may further push translation scholars to query the master narrative for 
centu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example, while translation has been seen 
as the absolutely loyal transference of the source text to the target audience, 
a diasporic view of translation suggests a highlighting of difference while 
overcoming spat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Does this prevailing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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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e from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translation”? 
Currently, translation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heterogeneous 

nature of translation. Michael Cronin, in his book Across the Lines: Travel, 
Language, Translation (2000), attempte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in today’s changing context. In doing so, 
he first investigated the diasporic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via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translator as a nomad traversing between cultures, 
he then proceeded to explore the diasporic quality in translation. He urg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at people rethink, reflect, and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n a more globalized and heterogeneous context. A paragraph in 
Cronin’s book illustrates his view:
 

[I]t is not just the translating subjects of  the discipline that are engaged in a 

nomadic practice as they translate; rather the discipline itself  is nomadic in its 

disciplinary journeying from subject area to subject area….Similarly, a discipline 

that is markedly nomadic in its operations may experience the difficulty of  

‘self-definition’ (Cronin 2000: 104). 

In line with Cronin’s view, the present author also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would offer scholars a new dimens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eterogeneous aspect of translation.

5. Conclusion

As transl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cept “diaspora” has gained wide currency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critics. A growing number of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is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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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and studies on this aspect have already been undertaken. To elaborate 
further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pora” and translation, 
the current author proposes that issues on dias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e 
conducted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issues, namely,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diasporic 
translators, an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from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As discussed abov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oncept “diaspora” into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already yielded some insights, bringing 
fresh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which encourage scholars to rethink a 
number of issues fundamenta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ough rather fruitful from its onse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at the 
potentials in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realized or 
explored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example, its relevance to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which people transgress national borders in an unprecedented manner.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is global context has posed 
challenges to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such as literary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u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has actually enlarged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fore, in this context, issues such as “do we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how do we perceive and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seem highly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Notes
[1]	 Most of  those changes occur in Yuannü 怨女 (1966), whose source text is The Rouge of  the 

North (1967), an English novel that had been rejected many times by English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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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ould be noted here that because of  the publishers’ continuous rejections, Yuannü 

was published one year earlier than its source text.
[2]	 See the heated discussions on the translator’s agency in various Chinese journals on 

translation from 2004 onwards,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3]	 In Genesis, we come across the following: 

	 “They say: ‘Come, 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 and a tower.

	 Its head in the heavens. 

	 … …

	 Come! Let us descend! Let us confound their lips, man will no longer understand the lip 

of  his neighbor’ ” (Genesi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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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香港藝術節 
推介文本的分析調查

潘莉

Abstract
Cultural Disparity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promotional texts for performing arts in Hong Kong (by Pan Li)

Transl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it not only enables two cultures to converse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reveals the disparity and imbalance between cultur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case of translation of performing arts texts for the theatre, 
dance, opera, etc., in which condensed culture specific expressions and 
concepts can be found. Examin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rendering 
such texts can be quite revealing about the inequali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s in a given community since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ranslators reflect the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exts are produced 
(Bassnett & Trivedi 1999:6). It is thus interesting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a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ike Hong Kong, a city 
well-known as a melting pot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s of 
both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to find out which culture is more 
influential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is community and what strategies 
are deployed in translating texts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re.  However, 
up till now, not much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is topic, or 
the translation of promotional texts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 methods used in translating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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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blicize ballet and Chinese opera performances in the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 texts is given,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l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一、引言

翻譯在跨文化交際及其研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不僅因

為翻譯能促進文化交流，而且因為相關的翻譯研究有助於揭示文化間

的差異和失衡。這在戲劇、舞蹈、歌劇和音樂等表演類藝術相關的文

本翻譯中尤為突出，主要是由於這些藝術文本中往往都包含著蘊含文

化意義的特定表達和概念。鑒於譯者使用的翻譯策略往往反映產生譯

文文本的社會文化語境 （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6），而對於藝術文

本翻譯策略的研究，有助於考察特定社會環境中不同文化間交流的情

況。本文以香港這一國際大都市的藝術推介文本為案例，研究其翻譯

策略和方法，以探究香港這一東西文化大熔爐中兩種文化的交流狀況。

眾所周知，在香港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交流中，翻譯發揮著極其重

要的作用。然而一直以來，文化差異與香港藝術文本翻譯之間關係的

研究卻很少見。本文主要考察香港藝術節（以下簡稱HKAF）官方網

站（http://www.hk.artsfestival.org/）上用以推介藝術節節目的文本，

試圖通過對介紹東西不同藝術節目的原文與譯文進行語篇分析，並結

合該藝術節歷年同類節目推介文本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對比，研

究其推介文本翻譯策略和方法上的傾向，進而討論所使用的翻譯策略

方法與香港中西文化交流狀況的關係，同時嘗試揭示推介文本自身屬

性對翻譯可能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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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概念

進行具體案例分析與研究前，有必要先厘清界定幾個與本研究

密切相關的概念，包括藝術文本、推介文本、文化失衡和翻譯策略及

方法等。

2.1 藝術文本和推介文本

本文的研究屬於社會語言學的視角，注重文本在社會文化環境中

的功能。就功能而言，香港藝術節網站上的中英文推介文本既是藝術

宣傳文本的一種，又具有推介文本的廣告推介功能。在此，藝術文本

（artistic discourse）包括與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相關的大眾語篇；大眾

語篇（public discourse）指的是其讀者是大眾、以大眾為受眾的語篇。

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藝術文本的翻譯涉及到如何運用不同語言如何

在各自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實現與藝術相關的特定的目的。推介文本

（texts for promotion）指的是以廣告或宣傳某一特定產品為目的而撰

寫的文本。根據《牛津現代高階學習辭典》（2004年版）的解釋，推介

（promotion）指的是“為某一特定的產品而進行的廣告或宣傳活動”，

以“提供資訊以吸引大眾關注”為目的。就此而言，本研究所涉及的節目

推介等同於節目推廣，是提供節目資訊以吸引潛在觀眾關注的活動。就

香港藝術節而言，儘管肩負著喚起更多公眾對於藝術的興趣、鼓勵藝術

對話和促進文化交流的重任（見HKAF主頁），實質上仍然把售票作為最

大的收入來源。門票銷售的重要性因此非同小可，也使該藝術節官網文

章的門票促銷功能顯得無可厚非。該網站主編Daisy Chou也向我們證實

了這一點。Daisy Chou坦誠地說：“網站上的文章就是廣告，目的就是要

吸引觀眾掏錢買票”。由此可見，香港藝術節網站的文章的確屬於推介文

本，跟藝術節中的廣告、傳單、宣傳小冊子等等有著相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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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失衡

對於翻譯與文化失衡之間的關係，相關學者普遍認為，文化失

衡（cultural disparity）不僅是殖民和後殖民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

東西方語言和文化關係中一個本質的特徵，其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是

必然的（Jacquemond 1992: 140）。《翻譯與帝國》（Translation and 

Empire）的作者Douglas Robinson（1997）進一步指出，即使在殖民

主義已經崩潰的情況下，翻譯在當代世界中仍然是助長文化不對等

（cultural inequality）的一種手段。

對於文化影響間的失衡如何影響翻譯，Lawrence Venuti（1995）

的觀點頗具啟發。Venuti詳細解釋了翻譯如何控制和抑制文化“他

者”和美學“他者”（aesthetic and cultural Otherness）。根據他的研

究成果，二戰以來出版的許多英語譯本都採用了“流暢”的翻譯策略

（1995: 12-13），不但維護了英語文化中特定的意識形態，而且因譯

文流暢這一表像而掩蓋了原文中“他者”特質在譯文中的喪失。

由於文化失衡，翻譯中往往出現文化適應現象（acculturation）

（Samovar and Porter 2000: 45），從而導致“弱勢”文化和文化“強

勢”的交流中，強勢文化佔上風，而弱勢文化則面臨被同化和失去特

性的危險。Jacquemond（1992: 139-140）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一

般而言，弱勢文化傾向於翻譯介紹強勢文化，而強勢文化卻極少翻譯

介紹弱勢文化。二戰以來的翻譯模式體現了英語語言文化的壓倒性統

治。英語變成了世界上譯為最多種語言，却最少譯入的語言。美國和

英國的出版業成功地通過向龐大的外國讀者灌輸英美文化價值觀而獲

取經濟利益，同時美國和英國的文化對於其他語言有很強的影響力，

卻不包容他國的文化，這使得英美讀者習慣於閱讀“流暢”翻譯，習

慣於“接受通順易懂的譯文”，而不習慣於欣賞有別於己的外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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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Venuti 1995: 15）。英語的不斷擴張和同化其他文化，使之成為

世界其他文化異質保存的主要威脅（Simon 1997:474）。中國文化屬

於弱勢文化，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文化所處的危險境地，努力加強我

們的文化影響力（韓子滿 2000）。

2.3 翻譯策略

翻譯策略，在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中區分為“直譯”和“意譯”

（Loh 1958），在西方傳統翻譯理論區分為“直接翻譯”（direct 

translation）和“間接翻譯”（oblique translation）（Vinay and Darbelnet 

1958）。儘管名稱不同，這兩對傳統的概念都描述和規定了從原文到譯

語文本的轉換形式，注重的是原文和譯語文本之間語言形式的對應關

係（張美芳、潘莉，2009）。

翻譯策略的另一對概念是“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和“異化

翻譯”（foreignization），側重的是原文和譯文之間的文化關係，強調

不同文化間相互影響的差異（Venuti 1997）。Venuti指出，歸化翻譯

具有透明、流暢的風格，使原語文本中的文化異質降低、甚至抹去，

從而使之符合譯語文化，使陌生異域文化變成目的語讀者熟悉的文

化。相反，異化翻譯則保留原文中的文化因素，讓目的語讀者瞭解更

多的異國文化。顯然，歸化是以目的語文化為導向，而異化是以源語

文化為主導。

在實施不同的翻譯策略時，具體翻譯方法的採用可以決定譯文是

突出原文的異國特質並保護它不受到目的語的意識形態所支配，還是

維護目的語中佔支配地位的文化價值觀。通過分析對比HKAF推介文本

翻譯的方法，我們首先要考察的是，不同的翻譯方法如何實現不同的

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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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

對於中西推介文本翻譯方法的考察，本文首先通過前導性研

究，詳細分析對比該網站上2008年宣傳介紹芭蕾和京劇的文本，接著

進行拓展性研究，分析2011年節目的標題翻譯，之後將研究資料進

一步擴大，分析數屆藝術節推介中西表演類藝術節目的標題的翻譯。

之所以選擇有關芭蕾和京劇的文本，是因為兩者都代表著很高的藝術

成就，且都有著數百年的歷史。京劇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

藝術形式，是中國的文化瑰寶之一（Mackerras 1976）。作為典型的中

國舞臺表演藝術，京劇最顯著的特徵是很好地結合了舞蹈、歌曲、戲

劇、默劇、武術、詩歌和發聲技巧。芭蕾是西方藝術中最令人熟悉的

藝術形式之一（Lau and Tu 2006），作為一種音樂舞蹈形式，芭蕾擁

有專屬詞彙和高難度技術的舞蹈。與京劇不同的是，芭蕾在全球具有

強大影響力，芭蕾舞學校遍佈世界各地（Bland 1976）。

3.1 前導性研究：樣本分析

前導性研究，也叫前期研究，是研究大量資料前，就研究的問

題進行的小範圍分析，其目的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依據。在香港藝術

節網站上，2008年介紹芭蕾節目和京劇節目的文本各有一篇。通過對

比這兩篇文章的原文和譯文，我們希望考察中西不同的傳統藝術節目

推介文本的譯文與原文在提供資訊方面的差異，並對導致這種差異的

翻譯方法進行歸類。從對香港藝術節網站主編的採訪我們獲知，介紹

中國節目的漢語版本是原文，英語是譯文；介紹外國節目的原文是英

語，漢語是譯文。接下來首先分析的是兩個藝術節目的原文和譯文的

標題和副標題，隨後對正文進行分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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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推介文本標題和副標題的翻譯

對比香港藝術節2008年官網上推介芭蕾和京劇節目英文文本和

中文文本，我們發現，標題方面最明顯的差異是，芭蕾舞的漢語譯文

遠遠比其英語原文提供的資訊多、且相對具體，京劇的英語譯文遠遠

不如漢語原文詳細具體。進一步對比，不難發現翻譯中採用的方法大

不同。最為明顯的是，推介芭蕾節目的文本的標題和副標題多處採用

音譯、增譯翻譯，而介紹京劇的文本的標題主要採用省略和替代，如

表一所示。

中西舞臺藝術 分析物件 原文 譯文 翻譯方法

芭蕾舞

標題 Stuttgart Ballet 
Onegin

史圖加芭蕾舞團
《奧尼金》

音譯

副標題 Celebrating the 
choreographic 
genius of John 
Cranko with 
two spectacular 
performances 
from his 
legendary 
repertoire

芭蕾舞后Marcia 
Haydée，編舞
大師William 
Forsythe、Jiří 
Kylián、John 
Neumeier恩師
廿世紀舞劇大師
格蘭高八十冥壽
藝術節歷史呈獻 
史圖加演繹兩大
經典

增譯、音譯

京劇

標題 北京京劇院: 京劇
丑角宗師蕭長華
紀念系列

Beijing Opera
The Master of 
Chou: Xiao 
Changhua

替代（上義
詞代替下義
詞）、省略	
（刪減具體
資訊）、音譯

副標題 無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Xiao 
Changhua

增譯（添加
原文沒有的
副標題）

具體來說，推介芭蕾舞節目的英文文本標題為“Stuttgart Ballet: 

Onegin”，漢語標題為“史圖加芭蕾舞團《奧尼金》”，是音譯劇團

表一 2008年芭蕾和京劇節目推介文本中標題和副標題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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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和節目名稱的結果。其次，漢語的副標題添加了好些英語原

文沒有的資訊，包括“芭蕾舞后Marcia Haydée，編舞大師William 

Forsythe、Jiří Kylián、John Neumeier恩師”，“藝術節歷史呈獻”，	

“史圖加演繹”，還添加上了“廿世紀”，“八十冥壽”等時間和年代	

（見表一）。這些資訊的增加不但使譯文明顯比英文副標題提供的資

訊詳盡具體，而且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添加的人名全部直接保留了這

些人名的英語拼寫，而沒有譯成漢字。由於音譯和直接添加英語人

名，漢語標題異域色彩明顯。

推介京劇節目的譯文文本標題比原文標題概略，首先是因為

譯文標題使用了上義詞替代法，如用藝術類別“Beijing Opera”替代

了表演劇團的名稱“北京京劇院”，人名“The Master of Chou: Xiao 

Changhua”替代了表演主題“京劇丑角宗師蕭長華紀念系列”。正是這

種替代的翻譯方法使英語標題在資訊度上比漢語標題概略。這是因為，

一方面，opera多指西方舞臺藝術中的歌劇，相比京劇，在藝術範疇上

更加寬泛，可以大致視為京劇的上位詞。同時應該注意的是，雖然京劇

在某些方面與歌劇具有類似的表現形式，如都是舞臺表演藝術，都具有

一定的音樂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京劇同西方的歌劇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京劇是表演藝術中一種綜合的藝術形式，不但結合了聲樂表演、默

劇、舞蹈、音樂和雜技，而且不同角色都以裝扮來區分。英語推介文本

用“Beijing Opera”來指代京劇，而不是用其音譯 jingju，儘管使得標題

的這部分更容易被英語讀者理解，但導致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最高舞臺藝

術成就的戲劇表演形式京劇被同化了，成了像《卡門》或者《茶花女》

一樣的西方歌劇（Zhao 2007）。另一方面，漢語標題中的“京劇丑角宗

師蕭長華紀念系列”表明是，通過一系列的節目向宗師蕭長華致敬，其

中強調的是這一系列的節目是為了紀念丑角宗師，而英文標題卻選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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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藝術家個人，而不是強調節目本身及其“紀念”意義。

至於京劇節目推介文本的副標題部分，儘管譯本增加了“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Xiao Changhua”這一原標題缺失的

資訊，但是英語讀者仍然不知道演出該節目的為“北京京劇院”這一

中國最為傑出的京劇劇團，同時也不知道，該節目為一系列，而蕭長

華是最著名的“一代丑角宗師”，而不僅僅是飾演丑角的“大師”。顯

然，譯文標題包含的資訊較原文概略。

3.3 推介文本正文的翻譯

A. 芭蕾節目推介文本的英譯漢翻譯

對比英語原文和漢語譯文的正文不難發現，兩者最明顯的差別在

於，外國芭蕾舞節目的英文介紹譯作漢語後，譯文內容比原文內容更為

豐富具體。進一步的詳細對比分析可以發現，這主要是通過使用增譯的

方法實現的。以下摘取的這一段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注：本文

中，例子的劃線部分表示該部分使用了增譯或省略的方法處理，粗體表

示使用了上義詞或者下義詞替代；下同）

例一

原文：John Cranko’s narrative vision and grand-scale choreography inspired 
many dance greats—Marcia Haydée, William Forsythe and John 
Neumeier, to name but a few. A revolutionary in the classic ballet 
form, he is widely revered as a dance ‘master of  masters’.

譯文:	 芭蕾舞劇大師約翰•格蘭高，領導史圖加芭蕾舞團十二年，一手成就

史圖加國際頂級舞團的地位，創作多出經典舞劇，被譽為廿世紀舞劇

大師之一，更為舞壇帶來了芭蕾天后瑪茜•海蒂、男星埃貢•馬德

森，編舞大師威廉•科西、約翰•紐邁亞、尤利•季利安，都在他鼓

勵下踏出了編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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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原文和譯文的第一段，都是介紹編舞大師約翰•格蘭高，粗略

一看，大體相同。仔細對比可以發現，漢語譯文中的資訊比英文原

文具體詳細。首先，漢語文本不但增加了約翰•格蘭高的身份的介

紹“芭蕾舞劇大師”，還添加了這位大師與史圖加芭蕾舞團之間的關

係：“[格蘭高] 領導史圖加芭蕾舞團十二年，一手成就史圖加國際頂

級舞團的地位”，從而突出強調格蘭高的芭蕾藝術成就。英語原文中

的“narrative vision and grand-scale choreography”被省略。省略這兩

個名詞短語應該是譯者出於讀者期待而有意為之，可能考慮到其直譯	

“[格蘭高] 敘事性表現手法和宏大舞劇的編排技巧”對於廣大中國讀

者而言，遠不如添加其“芭蕾舞劇大師”的名頭和“領導史圖加芭蕾

舞團十二年，一手成就史圖加國際頂級舞團的地位”那麼有影響力和

吸引力。同時，其後的“inspired”一詞譯成了兩個動詞短語，分別為	

“為舞壇帶來了……”和“……在他鼓勵下踏出編舞的第一步”，從而順

勢在漢語譯文中添加了兩個芭蕾舞界名人，這樣一來，將這些芭蕾界

的知名人士分成了兩組，即舞者和編舞者，每組加上一個名字，分別是	

“男星埃貢•馬德森”和“編舞大師……尤利•季利安”。同時，通過在

知名人士前添加其名頭，漢語文本對於該芭蕾舞有關介紹的資訊性更

強，並使得該節目更加引人注目，便於吸引更多的中國觀眾前往觀看。

如果說，例一是通過增加編舞者的成就和貢獻來使漢語譯文資

訊細節化，例二則向我們展示芭蕾舞推介文本翻譯中如何使用其他的

方法使譯文資訊細節化。

例二

原文：Onegin is an enduring tale of  a broken heart, a deadly duel and passionate 
revenge. Rejected in her youth by the arrogant aristocrat Onegin, 
Tatiana buries her love and grows gracefully into womanhood.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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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later when Onegin realises his mistake and declares his love, 
the circumstances have changed, and Tatiana must painfully refuse 
his advances. The final pas de deux, in which Tatiana sends Onegin 
away, is a sensational tussle between love and moral duty and one of  the 
most heart-wrenching scenes in all ballet. Onegin is set to Tchaikovsky”s 
music, arranged and orchestrated by Kurt-Heinz Stolze.

譯文:	 當年玩世不恭的奧尼金拒絕純真少女泰坦妮亞的愛，多年後再遇，才

知真愛誰屬，奈何心上人已作他人婦。格蘭高選取了普希金原著中一

系列令人難忘的場面：花園邂逅、閨中訂情、雙雄決劍與驀然回首，

手工精細的服裝與格局宏大的佈景，配以令人屏息的高難度芭蕾技

巧，細緻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描繪感情的跌宕，兩場盪氣迴腸的

雙人舞更列為舞壇經典。1965年首演時，擔演泰坦妮亞的瑪茜•海
蒂，光芒四射，是最令人著迷的芭蕾角色之一。

在該芭蕾節目英語推介文本中，“（Onegin）is an enduring tale of a broken 

heart, a deadly duel and passionate revenge”作為全文的第一句，概括

了全劇的主旨。值得注意的是，漢語譯文省略了這一概括性的主旨

句，開篇便按照時間順序直接敘述整個愛情故事，並增加了關於該

節目的其他資訊，如對舞蹈者的服裝的描述（“手工精細的服裝”），

舞臺佈置的情況（“格局宏大的佈景”）和演出技巧方面的評價（“配

以令人屏息的高難度芭蕾技巧”）。同時，還增加了對女主角的擔演

者瑪茜•海蒂1965的魅力演出的介紹。這些細節的添加，使漢語

譯文凸顯該芭蕾節目作為舞蹈藝術成功之處，而不像原文那樣僅介

紹劇情。可見，譯文通過兼用增譯與省略，實現了資訊焦點的有效

轉移。這種轉移或許正是譯者出於對中國觀眾對於芭蕾舞特有的審

美期待的考慮。

總的說來，推介芭蕾舞節目的譯本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譯文包

含了更多的細節，就資訊點而言，比原文更加豐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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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京劇節目文本的漢譯英翻譯

雖然與推介芭蕾舞節目的文本一樣，推介京劇節目的文本同樣是

推介表演性藝術節目的文本，但是其漢譯英明顯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對

比推介京劇節目的英語譯文和漢語原文，最顯而易見的一個區別在於長

度：譯文極其短小，僅僅是原文的一半長度。通過仔細對比英語譯文與

漢語原文，我們進一步發現，省略是導致譯文中資訊比原文概略的主要

翻譯方法。在原文中，頭四個段落十一行在翻譯中被縮減成了兩段話，

並且每段不超過三行。通過下面的一些例子，我們來具體看看譯文中省

略了哪些內容及其效果。

首先省略的是漢語原文第一段對於丑角一角的某些介紹。原文首

先描述了丑角的標記，即“鼻樑上的豆腐塊，或大或小，可圓可方，

是戲曲中醜行，也稱「小花臉」的標記”。接著介紹丑角在中國戲劇中

的所起作用，即“戲行有云「無醜不成戲」”，並強調丑角能扮演各種

社會角色，即“醜行戲路縱橫，上自天子諸候，下到流氓惡痞，都入

小花臉行當”。然而，英語譯文只保留了丑角特徵的描述：“A patch of 

white paint, like bean curd on the bridge of the nose, is the trade mark of 

the Chou”，其他都被省略。同時，即便是丑角的形象特徵，譯文的描

寫也比原文中顯得更加模糊概略，因為其鼻樑上的標記──“或大或

小，可圓可方”── 也被省略了。

接著省略的是漢語原文第二段關於丑角一代宗師蕭長華各方面的

詳細介紹，如作為丑角演員其影響力（“在這不可或缺的戲曲行當中，

有這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藝術成就（“七十多年的藝術生命中，他

不僅創造了二百多個膾炙人口的丑角形象：蔣幹、湯勤、楊衙內、張

別古、崇公道等等”）及其對京劇表演藝術的貢獻（“致力整理傳統老

戲和編創新劇，豐富了京劇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積極培育戲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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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擔任對京劇藝術持續發展影響深遠的富連成科班總教習，其後任

中國戲曲學校校長，為京劇栽培不少人才”）等內容。對於上述方方

面面的介紹，英文譯文僅用“Of all the Chou actors, the greatest was 

Master Xiao Changhua”一句話概括，其餘全部省略。

隨後省略的是將上演的劇碼故事情節介紹。英文譯文省略了漢語

原文給出的四個劇碼的所有故事情節。同時，略去的還有這次北京京

劇院來港演出的一些藝術特色以及一些著名京劇演員的名字。

如果說省略是概略化比較顯而易見的譯法，那麼採用上義詞等歸

納性詞語翻譯則是概略化比較典型的方法。實際上，對於漢語原文中

的細緻描寫和詳細敘述，英語譯文常常使用歸納性詞語進行概略。如

將原文列舉的各種曲目，如“演出兩個蕭先生的首本醜行戲：《烏盆

記》、《審頭刺湯》和分別於兩晚演出不同摺子的《龍潭鮑駱》，以及盡

顯花面老旦功架的唱功戲《赤桑鎮》”，直接用歸納性詞語“（present） 

four work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s names”概括。其中，英語單

詞“work”是一個上位詞，表示產生或者完成的任何形式的寫作或任

何東西，相比于漢語原文中各式各樣的術語來，如“首本醜行戲”、	

“摺子”和“唱功戲”等，英語譯文的表述模糊而籠統。

四、前期研究發現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案例中推介中西不同藝術節目的文本使

用的翻譯方法恰恰相反，以致推介西方藝術的文本採用的譯法使譯文比

原文的資訊更為具體和包含更多細節，而推介中國藝術的文本採用的譯

法使譯文比原文概括和簡略。不難發現，這兩個不同方法使得這兩個文

本的譯文呈現不同風格，從而體現出不同的翻譯策略，具體分析如下：



98

《翻譯季刊》第七十二期

4.1 芭蕾節目推介文本翻譯：異化

在芭蕾節目推介文本翻譯中，最明顯的是，增譯使漢語譯文包含

了比英語原文更具體更細節的資訊。一方面表現在，副標題添加了好

些英語原副標題沒有的資訊，不但增加了演出的芭蕾舞團的名稱，還

點出是紀念編舞大師“八十冥壽”等，甚至還添加了受編舞大師啟發

的眾多著名舞者的英文名字，漢語譯文由此出現英文和漢語的雜合。 

另一方面，漢語譯文的正文把原文多數的句子處理成為更為詳細的描

述，包括在有關藝術總監、芭蕾劇團和芭蕾舞本身的情節方面都增加

了更為具體的介紹。

各方面資訊的細節化，加上專有名詞的音譯、英文姓名在漢語

譯本的直接使用，芭蕾舞的異域特質彰顯無遺，漢語譯文明顯是異化

策略的產物。顯然，譯者和編者似乎推定，中國讀者不但不會認為這

樣的漢語譯文晦澀難懂，反而樂於接受西方節目推介文本中的這些異

國元素。

4.2 京劇節目推介文本翻譯：歸化

在京劇節目推介文本的翻譯中，省略和概括性詞句使英語譯文

比漢語原文概略。例如，由於省略了漢語原文中有關京劇丑角形象的

細緻描寫，丑角的鮮明形象在英語譯文中變得模糊和寬泛。同時，蕭

長華對於京劇的貢獻和他的藝術成就等都被省略了，被省略掉的還有

四個將演出的摺子的情節介紹，這就大大地減少了英語譯文的資訊含

量。而用“Beijing Opera”替代原文中的演出的劇團“北京京劇院”，

用“works”替代“摺子”，“唱功戲”等詞，中國傳統戲劇特有的一些文

化特質資訊在英語譯文中由此而變得概略簡潔。

如此一來，在英語譯文中，省略和概略化的譯法使得原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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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文化元素變成了符合英語習慣的特質，京劇節目介紹中不符合

譯語文化的“他者”特質被大大地削弱，這使英文譯文變得流暢、清

晰、易於讀者理解。漢語原文中美學和文化差異（Venuti 1992: 6）由

此被抑制或消減甚至同化或抹殺，目的語的文化統治地位通過概略化

的翻譯方法得以實現，文本得以歸化。

五、前期研究發現

對於上述研究，有人可能會質疑，認為這是個別案例，表現的是

香港藝術節特定年份的節目推介中採用歸化和異化策略而已。然而，

通過該藝術節其他年份進行的拓展性研究，我們發現相同的趨勢也同

樣存在這兩類舞臺藝術節目的推介文本翻譯中。

例如，2011年舉辦的第39屆香港藝術節中，歸化和異化也分別

是推介京劇的漢譯英和推介芭蕾節目英譯漢文本標題和正文使用的翻

譯策略。如表二所示，該年的文本翻譯同樣是：中國節目的標題和副

標題在其英文譯文中被概略化了，資訊不如原文中那麼具體，而西方

節目文本的標題翻譯中使用的是音譯，副標題中提供了比英語原文更

為具體詳細的資訊。

中西表演藝術 分析物件 原文 譯文 翻譯方法

京劇

標題

銅錘架子 虎嘯龍吟 

京劇花臉流派經

典展演 

Beijing Opera
The Painted 
Faces

generalization

副標題

兩大京劇花臉  

四出淨角名劇

盡顯行當功架

Marvel at the 
makeup, martial 
arts and singing 
of thunderous 
power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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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

標題
New York City 
Ballet

紐約市芭蕾舞團 transliteration

副標題

A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s great 
choreographers 
—Balanchine 
and Robbins 

Exciting new 
choreography 
from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exei 
Ratmansky

歷史性訪港 
舞團傾團而出 
七部鎮團作 
包括《夢斷城西
組曲》、巴蘭欽
經典 

大顯深厚傳統與
繽紛舞技

specification

同時，為了進一步證明概略化是香港藝術節上翻譯推介中國戲劇的長期

以來實現歸化策略的慣用方法，我們還分析了2004年到2007年京劇和粵

劇的標題。表3總結這4年間中國戲劇推介文本翻譯呈現的趨勢。

year No. ST Title LT of ST or BT 
of TT TT Method

2004

2004-O1

中國京劇院及

北京京劇院 

─ 程派藝術

一百年

China National 
Peking Opera 
House and 
Beijing Peking 
Opera House—
The art of Cheng 
School: one 
hundred years old

Beijing 
Opera - 
The Art 
of Cheng 
Yanqiu: 
100th 
Anniversary

generalization

2004-O2

北京京劇院 

─ 生行七代

話譚門

Beijing 
Peking Opera 
House— Seven 
generations 
in Tan family 
playing the role 
of Sheng

Beijing 
Opera—
Two 
Centuries 
of the 
Legendary 
Tan Family

generalization

表二 2011年香港藝術節芭蕾和京劇節目的翻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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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O3

粵劇 ─ 大龍

鳳 大時代
Cantonese 
Opera—The 
great dragon and 
phoenix, the 
great era

The Great 
Dragon and 
Phoenix 
Era of 
Cantonese 
Opera

generalization

2005 2005-O1

粵劇 ─ 詩情

緣系唐滌生
Cantonese 
Opera—the 
poetic emotion 
and destiny 
connection 
featured by Tong 
Tik-sang

Cantonese 
opera— 
Masterpieces 
by Tong 
Tik-sang

generalization

2006

2006-O1

京劇 ─ 女生

男旦
Peking Opera—
females playing 
the role of males 
and males the 
role of females

The Artistry 
of Gender 
Switching 
in Beijing 
Opera

generalization

2006-O2

粵劇 ─ 虛龍

假鳳爭掛帥
Cantonese Opera 
— a simulated 
male and a 
disguised female 
competing to be 
the commander 
in chief

The Artistry 
of Gender 
Switching in 
Cantonese 
Opera

generalization

2007 2007-O1

粵劇 ─《盜

禦馬》
Cantonese Opera 
—Stealing the 
Imperial Horse

Cantonese 
Opera— 
Stealing the 
Imperial 
Horse

literal 
translation

將介紹粵劇節目文本的標題作為擴大資料的主要原因是，粵語

是香港的本土方言，而且粵劇是許多說粵語方言人士所喜愛的傳統戲

劇形式。如表三所示，2004年至2007年香港藝術節上翻譯京劇和粵

劇節目標題的最大趨勢仍然是概略化。具體來說，在七個京劇和粵劇

節目的標題中，85%都是採用概略化的翻譯方法，其中只有2007年的

標題是採用的是直譯法。通過對表三的進一步觀察，我們還發現，省

表三 香港藝術節上中國戲劇節目標題的翻譯方法(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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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上義詞歸納法同樣是這四年推介中國藝術節目的文本中導致概略

的主要方法。一方面，儘管表演劇團對於潛在觀眾決定是否去觀看表

演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在英語標題中，表演劇團的具體資訊卻被省

略（例：譯文2004-O1）或被節目本身的藝術形式所代替了（例：譯文

2004-O1和2004-O2)。眾所周知，表演的劇團的水準往往決定著演

出的品質，中國國家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中國屬於頂級的劇團，對於

京劇觀眾而言，這兩個劇團的演出往往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

上義詞等歸納詞語的使用在英文標題的翻譯中極為常見，多用來代替

漢語原文中具體的資訊或更具體的描述。例如：“masterpieces”代替	

“詩情緣系”（2005-O1），“The Artistry of Gender Switching”代替	

“女生男旦”（2006-O1）。

仔細觀察2004-2007年芭蕾舞節目推介文本的漢語和英文標題，我

們發現，音譯同樣是這四年裡芭蕾節目推介文本標題英譯漢翻譯中最常採

用的方法，詳見表四。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2007年的香港藝術節上沒

有芭蕾節目上演，只有六個芭蕾節目成為研究對象。

2004

2004-B1 Zurich Ballet Zurich Ballet 蘇黎世芭蕾

舞團
transliteration

2004-B2
Les Ballets C. 
de la B

Ballet C of B 芭蕾B之C transliter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2004-B3
B.O.B. * B.O.B. * 《B.O.B. *》

not translated

2005 2005-B1
Béjart Ballet 
Lausanne

Lausanne 
Bejart Ballet

洛桑貝撒芭蕾

舞團 transliteration

2006 2006-B1

Birmingham 
Royal 
Ballet—
Beauty and 
the Beast

Birmingham 
Royal 
Ballet—
Beauty and 
the Beast 

伯明罕皇家芭

蕾舞團—《美

女與野獸》
transliter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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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2

Eva 
Yerbabuena 
Ballet 
Flamenco —
EVA

Eva 
Yerbabuena 
Flamenco 
Dance Troupe 
— EVA

伊娃‧耶珀貝

恩娜佛蘭明高

舞蹈團 ─	

《伊娃》
transliteration

我們還可以發現，音譯不僅被用在藝術形式本身名稱的翻譯，即

將“ballet”譯作“芭蕾”（2004-B2），而且存在於所有的專有名詞的翻譯

中，包括表演舞團的名稱的翻譯，如：將“Zurich”譯作“蘇黎世”（2004-

B1），“Lausanne”譯作“洛桑”（2005-B1），“Birmingham”譯作“伯明罕”

（2006-B1），“Eva Yerbabuena”譯作“伊娃‧耶珀貝恩娜”（2006-B2），也

包括上演的節目中的人名的翻譯，如“Eva”譯作《伊娃》（2006-B2））。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漢語標題中居然仍保留著英語標題中的某些

英文字母。如2004-B2中，字母“B”和“C”保留在了其漢語譯文中，

而在2004-B3中，英文標題B.O.B原封不動的進入了漢語譯文成為中文標

題。另外，直譯也是異化的重要的翻譯方法。如節目的英文名“Beauty 

and the Beast”被直譯成了“美女與野獸”（2006-B1）。有趣的是，其中

芭蕾舞團名稱“Les Ballets C. de la B”則通過直譯法和音譯法將其譯成了	

“芭蕾B之C”。

六、討論與結論：翻譯策略和文化差異

通過對前導性研究中樣本資料的分析和擴大資料後的拓展性研

究，我們發現，在推介中西方藝術節目的文本翻譯中，譯文與原文在

信息量和度方面都有著有一定的差異，不同的翻譯策略正是導致翻譯

中資訊差異的直接原因。具體來說，在把推介中國藝術節目的文本翻

表四：香港藝術節上(2004-2007)芭蕾節目標題的翻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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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英文時，由於歸化策略及其對應的翻譯方法的使用，中國藝術的

特質被抹殺或抑制，藝術形式被同化；相反，在對推介西方藝術節目

的英語文本的漢譯中，異化策略及其對應的翻譯方法的運用，西方文

化中的“他者”特性被保留在了漢語譯文中，同時也把西方的價值觀

附加到譯文文本中，傳遞給中國觀眾和讀者。

 為什麼同類文本的翻譯會使用不同的翻譯策略？文本的文化負載對翻

譯策略的選擇到底有怎樣的影響？Bassnett and Trivedi（1999: 6）的觀點或

許能給我們帶來啟示：“譯者所採用的策略反映產生文本的語境”。即是說，

產生文本的語境對譯者所採用的翻譯策略起決定作用。香港藝術節網站的首

席編輯Daisy Chou的話證實了這一點。她概括說，網站的所有文章有著一

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向大眾提供節目資訊，以促使其買票觀看。從這點可

以看出，提供資訊是文本的功能，但是文本的最終目標是賣票。換言之，譯

文文本和原文文本都旨在實現其商業目的。同時，根據對Daisy Chou的採

訪，我們還得知，網站的所有翻譯都是以目標讀者為導向的，因為她反覆強

調，這些文本針對的是對其介紹的藝術形式有所瞭解的觀眾。

從推介中西不同藝術的文本翻譯採用的不同策略我們可以看出，與

英語讀者對於京劇的認識程度相比，中國讀者對芭蕾的瞭解程度更深，因

為一方面，歸化策略的運用使得推介中國節目的文本譯成英文時，限制在

英語讀者的知識範圍之內而無超遠，另一方面，對推介西方藝術節目的文

本的異化翻譯策略的使用，體現出譯者確信中國的目標讀者相當熟悉這些

以西方文化為導向的西方藝術形式。

同時，前面的分析也表明，翻譯策略的選擇極大程度上取決於譯者

和編輯對於目標讀者對原語文本推介的文化和藝術的瞭解程度的假定。為

了保證推介的成功，這樣的假定需最大程度地反映某一特定藝術形式潛在

觀眾的真實情況。作為每年一度國際藝術節，香港藝術節的目標觀眾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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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國外的旅遊者和中國大陸同胞，也包括香港本地人，即香港的中國人和

移居香港的外國人。該藝術節中，推介西方節目的文本的漢語譯文一般都

是在香港的中國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這些文本的異化翻譯處理正反

映出生活在香港的本地人和來香港看藝術節節目的中國遊客對於西方文化

更加熟悉。考慮到在殖民時期香港受到的西方乃至全球文化的影響，以及

今日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與西方的密切聯繫（Lo 1964: 284），Daisy Chou

和她的同事在英譯漢中採用異化翻譯策略並不難理解。

上述案例分析也表明，文化影響力失衡導致策略的差異。 

Venuti（1997）曾試圖通過分析歸化翻譯與異化翻譯來揭示文化相互作用

中的不平衡和不對等。我們的案例表明，由於英語文化對香港的影響高於

中國文化對其的影響，導致異化翻譯訴諸于英譯漢的文本中；漢語文化對

於在香港說英語的群體影響力較小，這也就導致了歸化策略在中國傳統戲

劇推介本文翻譯中的廣泛運用，如在英語譯文中用“opera”指代 Jingju和

Yueju。由此可見，HKAF藝術推介文本翻譯策略的選擇切實反映出香港

中西文化之間影響的不對等。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之間不對等的影響力不僅反映在不同語言的推

介文本的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同時也因為中西不同藝術推介文本中不同策

略的使用而強化了這種影響力的不對等性。Venuti提出歸化策略的目的，

在於揭示該策略不僅抹殺了文化和語言的差異，而且在差異之間製造了一

個形成“同質”的緩衝區，最終導致多樣性被逐漸過濾，這個世界漸漸陷

入文化“貧乏”。對本文案例中的中國節目推介文本的分析證明，歸化策略

降低了“外國文本到目的語言文化價值”（Venuti 1997: 242）：由於處理成

了符合英語語言文化的偏好和價值觀的文本，京劇等中國傳統藝術推介文

本在英語譯文中的異域特質大大地削弱、甚至抹殺。另一方面，芭蕾節目

推介文本的漢語譯文反映出中國文化價值觀念受到排擠，而英語文化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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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卻得以凸顯（Venuti 1995: 20）。這類翻譯策略導

致的結果顯而易見：強勢文化更強，弱勢文化更弱。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作為譯文，在香港藝術節上網站上以

推介為導向的文章是將市場和商業目的放在第一位的。任何翻譯實踐中都

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即“香港作為一個消費型社會，錢能代表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都是商品。……在香港，消費主義代替政治成為文化生產和文化

認同的主要形式”（Lilley 1993: 263）。因此，對於藝術節目推介的文本，

正確選擇策略以及“字裡行間所運用的方法”（Venuti 1997: 242）是成功

推介藝術節目的保證。

總的說來，本文討論了文化失衡對翻譯的影響，然而，其目的並非

評價具體的譯文或翻譯策略的優劣，而是試圖探討藝術節目推介文本的

英漢互譯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策略的原因。同時，本文作者也並

非要提倡將異化策略用於漢譯英的翻譯中，或者要求用歸化來翻譯英語

文本。其實，在翻譯實踐中，Venuti極力提倡的異化翻譯策略（1997:20

）或許同樣尚需慎用。作為理論，儘管該策略可能很令人興奮、讓人躍

躍欲試，但在實踐中，尤其在以推介藝術節目的文本的漢譯英時，這種

策略也許並不切實際。試想，如若該策略導致譯文文本異質過多，以致

英語讀者不堪卒讀，譯文又能起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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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

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

譯者自行處理。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200-300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

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

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 （〈〉），雙尖

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號用作一般引號；‘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　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

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

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稿約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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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

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

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 1 )作者／編者／譯者； 

( 2 )書名、文章題目；( 3 )出版地；( 4 )出版社；( 5 )
卷期／出版年月 ；( 6 )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

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	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

意。

七、	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

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	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

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	來稿請寄：香港屯門嶺南大學翻譯系轉《翻譯季刊》主編

陳德鴻教授。電郵地址：chanleo@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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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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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erferably be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c/o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chanleo@LN. 
edu.hk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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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st or fail to cherish the son of her womb?”; my translation] (Isaiah
49: 15). In this biblical verse, the “womb” metonymically refers to the
mother. The original collocation “the son of her womb” has an
intensifying effort, meaning “her very own son”. Not reproducing the
metonymy of “womb”, the Chinese texts give an interpretive gloss,
with a mino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Schereschewsky’s
version reads:

furen qi neng wangji ziji ruyang de yinghai, bu lianxu ziji suosheng de zi ma
(“Can a woman forget her own sucking baby and not have pity for the
son that she herself gave birth to?”) (Note that in Schereschewsky’s
version, the intensification is created by the pronoun ziji usedi
twice). The Union version has: 

furen qi neng wangji ta chinai de yinghai, bu lianxu ta suosheng
de erzi? (“Can a woman forget her sucking baby and not have pity for?
the son that she gave birth to?”).

In many languages, one part of the body that often operates
metonymically to represent the whole person—or a certain human
capacity or state of mind—is “hand”. Chinese provides numerous
illustrations of  this (see Yu 2003). To cite a few examples: yingshou
(lit., hard hand), means “a skilled hand, an able person”; zuoyou
shou (lit., left right hand) is “right-hand man, chief aide”; u [8]

duomian shou (lit., many side hand) is “a many-sided person, an all-
rounder”; there is also the colloquial phrase shou yang yang (“theg
hands are itching”), which could be seen as metonymic in the sense that
a physical condition represents a state of mind, indicating that someone
is eager to do something. Yet when we examine biblical expressions in
which a metonymic or metaphoric operation involving the “hand(s)”
are rendered into Chinese, in many cases we do not find a direct
transference but an interpretation instead.

Translation Quarterly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Order Form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63 to 66 (2012).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s  HK$624 / US$80 

2 years*  HK$1,123 / US$144 

3 years**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 No.62)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 total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Fax:                  E-mail:                                   
Ref: 2012021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 is the Society’s President,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n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30 7355 / +852 2603 6692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Metonymies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101

breast or fail to cherish the son of her womb?”; my translation] (Isaiah
49: 15). In this biblical verse, the “womb” metonymically refers to the
mother. The original collocation “the son of her womb” has an
intensifying effort, meaning “her very own son”. Not reproducing the
metonymy of “womb”, the Chinese texts give an interpretive gloss,
with a mino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Schereschewsky’s
version reads:

furen qi neng wangji ziji ruyang de yinghai, bu lianxu ziji suosheng de zi ma
(“Can a woman forget her own sucking baby and not have pity for the
son that she herself gave birth to?”) (Note that in Schereschewsky’s
version, the intensification is created by the pronoun ziji usedi
twice). The Union version has: 

furen qi neng wangji ta chinai de yinghai, bu lianxu ta suosheng
de erzi? (“Can a woman forget her sucking baby and not have pity for?
the son that she gave birth to?”).

In many languages, one part of the body that often operates
metonymically to represent the whole person—or a certain human
capacity or state of mind—is “hand”. Chinese provides numerous
illustrations of  this (see Yu 2003). To cite a few examples: yingshou
(lit., hard hand), means “a skilled hand, an able person”; zuoyou
shou (lit., left right hand) is “right-hand man, chief aide”; u [8]

duomian shou (lit., many side hand) is “a many-sided person, an all-
rounder”; there is also the colloquial phrase shou yang yang (“theg
hands are itching”), which could be seen as metonymic in the sense that
a physical condition represents a state of mind, indicating that someone
is eager to do something. Yet when we examine biblical expressions in
which a metonymic or metaphoric operation involving the “hand(s)”
are rendered into Chinese, in many cases we do not find a direct
transference but an interpretation instead.

Translation Quarterly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Order Form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63 to 66 (2012).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s  HK$624 / US$80 

2 years*  HK$1,123 / US$144 

3 years**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 No.62)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 total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____________________ .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pir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Fax:                  E-mail:                                   
Ref: 2012021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No.71 to 74(2014).

No.66

Ref: 20130316


